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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风采

金民卿　1967年生，河南洛阳人。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哲

学博士，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组部国家

“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

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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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一般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以及其他省部级以上项目

20多项，主持或参与的上级交办课题、重大合作课题、地方性课题20多项。出

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等学术

专著。主编、合著《共和国起步》丛书、《文化：城市发展的引擎》、《改革

开放30年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30年》、《文化的力量》等

著作10多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200

多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复

印资料等二次文献转载。多次在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及中央电视

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重要媒体的相关栏目发表论文或录制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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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对西方文明观的批判与超越

金民卿　 　 赵书昭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文明观及其发展实践，形成了对西方文明观的有力批判和全面超越。 西

方文明观基于“文明—野蛮”“传统—现代”“民主—威权”“中心—边缘”等二元对立叙事逻辑在不同时期呈现多重

面相，这些面相下隐藏着二元对立服务于一元倾向、真理原则臣服于价值原则、道义主张屈从于利益诉求的实质性

局限。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揭穿了“西方化即民主化”的假象；坚持文明多样性，以平等、互鉴、
对话、包容超越“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坚持贯通古今、融通中外，以系统观念超越线性思维；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以“世界同心圆”超越“西方中心论”。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西方文明观；普世价值论；西方中心论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０５－０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

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

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

大创新。” ［１］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着眼国

际国内两个大局，着手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以中

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为思想武器，正面应对西

方文明观的各种挑战，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

际话语权，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

重大意义，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的国际引领力。

一、西方文明观的二元对立叙事逻辑
呈现出多重面相

　 　 西方文明观是以二元对立思维为叙事逻辑，以
西方文明一元倾向为突出特征，以资本主义物质文

明为强大基础，以资本本位为内在逻辑的一种强势

文明观。 在不同时期，西方人用“文明—野蛮” “传
统—现代”“民主—威权”“中心—边缘”等二元对立

叙事相继炮制了“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历史

终结论”“普世价值论” “西方中心论”等各种话语，
展现了西方文明观的多重面相。

１．以“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叙事混淆“文明

程度”的事实评价与“文明优劣”的价值评价，编造

“文明分优劣”的伪命题

１９ 世纪，西方文明在“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

叙事下，将世界文明划分为文明、半文明、野蛮三个

等级。 西方国家自认为属于“文明”行列，中国则被

列入“半文明”行列。 于是，将文明划分三六九等的

“文明优越论”应运而生。 那么，文明到底有没有高

低优劣之分呢？ 这是一个世纪之问。 新文化运动初

期，在以杜亚泉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两大文化阵营之

间，爆发了著名的“东西文明大论战”。 这场论战以

东西文明的“动静之争”为起点，最终聚焦到“东西

文明孰优孰劣” “东西文明究竟谁能代表人类文明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０１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李大钊‘四观’的发展演进与当代价值研究”（ＴＪＫＳ２０－００８）。
作者简介：金民卿，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２４４５）。 赵书昭，男，天津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　 ３００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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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等核心问题上。 当然，“东方文化派”推崇

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新文化派”则推崇

以法兰西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梁漱溟甚至认为

在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之后，印度文明能够代表人

类文明的未来［２］ 。 由于论战双方均未识破“文明分

优劣”的伪命题性质，故而无论怎样回答，其结论都

是错误的。 但李大钊却能够跳出文明优劣之争，从
文化调和与融通的角度看问题。 他认为东西文明各

有优点和缺点，“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 ［３］２１３。 同

时，他强调东西两种文明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

会”，才能“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３］２１４，并提

出了“第三种文明”的新观点。 这些观点与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分，但绝无高

低优劣之别”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 ［４］等观点高度契合。 可见，在
有真知灼见的人看来，文明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的。

“文明分优劣”之所以是一个伪命题，是因为西

方人将“文明程度”和“文明等级”这两种不同性质

的事物等同起来了。 “文明程度”是以生产力或社

会制度为标准的一种客观描述，体现的是文明的先

进与落后。 “文明等级”则是将文明的主体地位划

分为三六九等，带有强烈的主观偏见。 那么，把“先
进”等同于“优秀”，把“落后”等同于“低劣”，西方

人就是凭借偷换概念的伎俩构建了“文明优越论”
的话语叙事。 事实上，无论先进还是落后、古老还是

年轻、延续还是断流，世界各文明在主体地位和价值

上都是平等的，应该彼此尊重。
２．以“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叙事虚构了“西

方化＝现代化”的迷思

西方国家通过领导三次工业革命率先进入现代

化，进而以先入为主的姿态掌握了现代化的话语权。
他们不仅创造出了“现代性”的概念，也炮制出了

“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叙事。 就是把同一国家

的传统文明同现代文明绝对对立起来，把同一时空

下的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绝对对立起来。 美国学者

布莱克认为： “现代化就意味着传统社会的解

体。” ［５］按照该逻辑，非西方国家要步入现代化就必

须同自己的传统进行彻底切割，就要用西方的现代

性来解构其传统社会。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一股“西方化 ＝现代化”

的社会思潮开始涌起并在全球蔓延。 艾森塔斯特认

为：“现代化是一个朝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

统演变的过程。” ［６］ 其毫不掩饰地将“西方化”与

“现代化”等同起来。 罗斯托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

的“援助”下，欠发达国家是能够顺利进入现代化

的，并且不会受到共产主义的“讨好”和“引诱”，自
负之情溢于言表。 东欧剧变之后，“共产主义失败

论”“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等社会思潮甚嚣尘

上，“西方化＝现代化”的迷思最终形成，一时风头无

两，圈“粉”无数。 然而，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西
方国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境，经济上长期低迷、复
苏乏力，政治上深陷“否决政治”的泥潭和民粹主义

的旋涡，文化上娱乐至死与精神萎靡交织，社会上贫

富分化与族群撕裂并存，国际上继续推行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世界动荡不安的情况日益加剧。 因此，
西方式现代化开始备受质疑。 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巨

大成功打破了“现代化 ＝西方化”的迷思，为广大发

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希望。
３．以“民主—威权”的二元对立叙事制造了“西

方化即民主化”的假象

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开始，西方学者炮制出了“民
主—威权”的二元对立叙事，并制造了“西方化即民

主化”的假象。 那么，这种“假象”又假在何处呢？
第一，对西方民主文过饰非，极力美化。 西方学

者遮蔽了西方民主的阶级属性，避而不谈资本主义

私有制的剥削性和非正义性，制造了西方民主代表

全体人民利益的假象。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因
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

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

员的共同利益。” ［７］比如，弗朗西斯·福山就认为人

类社会将终结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

济，而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将走向这种结局。
第二，对权威进行歪曲和污名化。 权威亦可称

之为“威权”，具有领导、服从和纪律性等特征。 然

而，“权威”被污名化的现象却由来已久。 恩格斯就

曾经严肃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者对待权威的错误态

度。 他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
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 ［８］

但是，萨托利则声称“威权主义是民主的反义词”，
“威权主义是一种几乎没有给自由留下余地的政治

制度” ［９］ 。 在西方强势话语的渲染下，“权威”逐渐

被视为“非民主化” “专制” “独裁” “暴政”的代名

词。 因此，凡是不搞西式民主的国家，都被扣上了

“威权主义”的帽子。 久而久之，就制造出了“西方

化即民主化”的假象。
诚然，将“民主”和“权威”强行拆分并对立起

来，从理论上说不通，在事实上不成立。 在民主政治

语境下，民主必然离不开权威。 如果失去权威，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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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政治体系都会失去公信力、组织力和强制力而

导致自身无法运行。 因此，“权威”不仅不能等同于

“非民主”，且恰恰是民主政治的必备条件。 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

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１０］

４．以“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叙事筑牢了“西
方中心论”的陷阱

“中心—边缘”理论是对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

进行研究的一种分析范式，但却被逐渐演化成了

“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叙事，于是产生了“中心

国家”和“边缘国家”之说，为“西方中心论”提供了

理论支持。
按照这种叙事图景，西方人将先发国家视为

“中心国家”，将后发国家视为“边缘国家”。 “中

心”和“边缘”的空间定位是根据“先发”和“后发”
的时间定位来确定的，体现了典型的线性思维逻辑。
当然，“边缘国家”也并非没有雄心壮志，他们相继

提出了“赶超理论”和“脱钩理论”，企图摆脱落后地

位并转型为“中心国家”。 而西方国家则用“文明冲

突论”和“修昔底德陷阱”等话语叙事回应和打压这

种潜在的“风险”。 但是，“中心”和“边缘”的身份

转换依然无法跳出“中心—边缘”的二元叙事结构，
依然在“中心论”的逻辑里面打转。

在线性思维的支配下，西方人将不同国家的现

实强行放在了同一个时间坐标上加以衡量，并为不

同国家贴上了“中心”和“边缘”的标签。 照此逻辑，
“中心国家”的昨天就是“边缘国家”的今天，后者总

能在前者的某个历史阶段找到自己的身影。 换言

之，“边缘国家”的发展战略必须从“中心国家”的发

展过往中去寻找答案。 比如，有些人就习惯于将今

天的中国比作 ２０ 世纪某个年代的美国或日本。 这

无疑强化了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中心国家”的自我

意识，也同样加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边缘国家”的
自我认定，在削弱发展中国家文化主体性的同时，进
一步筑牢了“西方中心论”的陷阱。

二、西方文明观的三大症结
暴露了它的内在本质

　 　 几百年来，虽然西方文明观的版本繁多、面相不

同，但从其理论预设、内在逻辑和主要结论来分析，
可以发现其具有二元对立服务于一元倾向、真理原

则臣服于价值原则、道义主张屈从于利益诉求的三

大症结，暴露了多重假面下的真实内容和内在本质。

１．二元对立服务于一元倾向，伪造出西方文明

的“至尊性”
二元对立思维源于排他性的基督教文化。 基督

教文化中非此即彼的绝对主义意识，产生了“是就

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的二元对立思

维，“文明—野蛮”“传统—现代”“民主—威权” “中
心—边缘”等叙事方式均是这种思维的产物。

当然，这种二元对立是一种绝对对立，否定了对

立双方之间的统一性。 所以，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不

是“二元论”而是“一元论”，只不过是借用二元对立

的形式来凸显西方文明的一元至尊地位罢了。 比

如，在“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叙事中，西方人将

“文明”和“野蛮”绝对对立起来，意在突出西方人的

文明优越感而贬低其他文明的地位。 但是，任何文

明都不是先验性的存在，都是从“蒙昧”和“野蛮”逐
步发展而来的。 没有哪一种文明天生就是先进和优

越的，也没有哪一种文明注定就是落后和低劣的，只
是发展程度不同而已。 然而，西方人却对此闭口不

谈。 他们在“传统—现代”“民主—威权”“中心—边

缘”等二元对立叙事中，一再强调和突出“现代”“民
主”“中心”等一元倾向，并将其同西方世界直接联

系乃至等同起来，对所谓“传统” “威权” “边缘”进

行矮化和丑化，并把这些内容同非西方世界直接联

系起来乃至画等号，通过二元对立突出西方文明的

一元“至尊”地位。
２．真理原则臣服于价值原则，幻化出西方文明

的“优越性”
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两个

重要尺度，两种尺度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一方

面，两者各有侧重。 真理原则要求人们必须坚持实

事求是，尽量减少主观因素的干扰，但价值原则却突

出人的主观目的性和能动性；真理追求是一元的，不
会因主体改变而改变，而价值判断则是多元的，因主

体不同而不同。 另一方面，两者又是统一的。 真理

本身就具有价值，能够以正确的认识指导人们的实

践；价值则以阶段性成就不断激励人们去进一步探

索和发现真理。
然而，西方文明观却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割

裂和对立起来。 一是在真理原则上做减法，掩盖西

方文明的弊端。 比如，西方学者对西方民主进行各

种美化和包装，遮蔽了西方民主的阶级属性，掩盖了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非正义性，回避了西方民主为西

方资产阶级服务这个最大的事实，将西方文明的暂

时先进性视为永恒先进性，将西方民主制度美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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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性制度。 二是在价值原则上做加法，夸大西方

文明的成就。 一方面，西方学者罔顾西方民主陷入

“否决政治”和民粹主义的现实，更无视许多发展中

国家因尝试西方民主而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凋敝、社
会撕裂的事实，继续宣扬“历史终结论”和“普世价

值论”。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用西方民主的制度设

计和价值原则作为尺子，充当全球民主的“判官”，
肆意给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贴标签。 然而，一个国

家的民主建设搞得怎么样，不应该由该国人民来评

判吗？ 不应该由历史和实践给出答案吗？ 可见，在
真理原则上文过饰非，在价值原则上无限放大，使前

者臣服于后者，是西方文明观的通病之一。
３．道义主张屈从于利益诉求，暴露出西方文明

的虚伪性

道义即道德与正义，包含顺大势、重民本、守诚

信、得人心等多重内涵，是体现公序良俗和反映人心

向背的重要维度。 利益则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积极

作用和价值，也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维度。
二者关系集中反映为人们的义利观。

历史地看，我们不否认资本主义文明较之封建

文明在道义上的进步性，但资本主义的道义却存在

巨大缺陷。 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道义具有虚伪性。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社会丑恶现象

的根源。 看似公平公正的契约精神都是建立在非正

义的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 凭借话语霸权，西方

国家不断续写西方文明观的新剧本，设计新剧情，对
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各种美化和包装，将其强行推上

道义的制高点。 比如，“历史终结论”和“普世价值

论”就将西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价值观吹捧到

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二是资本本位导致重利而轻

义、虚义而实利。 西方国家打着西方文明“优越性”
和“普世性”的幌子，以救世主的姿态向广大发展中

国家兜售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绝不是为了这些国

家的美好未来，而是为了自己的现实利益。 在经济

上，让发展中国家永远依附于西方国家，不断收割其

国民财富。 在政治上，扶持亲西方政权，为西方势力

操控发展中国家内政创造条件。 在文化上，让发展

中国家丧失文化自信，对西方国家顶礼膜拜，永远沦

为西方世界的“精神俘虏”。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
批判和超越了西方文明观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

大实践中，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根脉，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上，逐
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

观，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批判与超越。
１．坚持人民至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力破

除了西方文明观伪造的“西方化即民主化”假象

西方文明观秉持资本至上理念，为西方资产阶

级利益服务，主客颠倒，自私自利。 中国式现代化的

独特文明观则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科学

传承中华传统文明观的民本思想精髓，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本位超越资本本位，
很好地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以人民至

上作为自身的灵魂所在、根本所系。 由此，中国式现

代的独特文明观，在发展指向、主体本位和民主实质

上形成了对西方文明观最为根本的批判与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以牢固的人民本位论，克服了西

方文明观的资本本位论。 西方文明观颠倒了人与资

本的主客体关系，把人变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将资

本增殖视为根本目的，也是导致真理原则臣服于价

值原则、道义主张屈从于利益诉求的根本原因。 中

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
各种生产力要素服务于人民生活，通过科学利用资

本、有效驾驭资本，使资本成为增进人民幸福的工

具，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最终实现人自由而

全面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揭穿

“西方化即民主化”的假象。 从性质上看，全过程人

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从根本上克服了资产阶级

民主的虚伪本质。 从过程上看，全过程人民民主覆

盖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督等各个环节，克服了西方民主顾此失彼、厚此薄彼

的痼疾。 从效果上看，它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

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
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有效克服了西方民主重

过程轻结果、重程序轻实质、重讨论轻决策的弊病。
２．坚持自信自立，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以平等、

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从根本上超越西方文明观

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

西方文明观充斥着文明冲突论和西方文明优越

论的基调，狂妄自大，咄咄逼人，对其他文明指手画

脚。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以高度的自信自

立、强大的开放包容，以“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的宽阔胸怀，很好回答了“我是谁，我和

谁”的问题。 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人民充满历史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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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和文化自信，同世界人民一道为人类文明的美

好未来共同奋斗。
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中国共

产党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
始终坚持人类文明有“姹紫嫣红之分”，任何一种文

明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都具有存在的合理

性，都具有本国家本民族的特点和优点，是其他文明

不可替代的。 因此，应该充分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

性，使其成为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文明整体发展进

步的强大动力，让世界文明的百花园繁花似锦、异彩

纷呈。
中国式现代化以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

观，超越西方文明观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

论”。 文明平等指的是文明在主体地位和价值上是

平等的，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也是国际民主化

的内在要求。 不能因某种文明暂时先进就高人一

头，也不能因某种文明暂时落后就低人一等，更不能

妄图改造或取代其他文明。 只有坚持文明平等才能

有力批判和超越文明优越论。 同时，文明因交流而

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因包容而共存。 文明的交流、
互鉴和对话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势，这是基于

社会生产力提高和世界历史潮流而形成的不可阻挡

的历史铁律。 同样，文明既要有 “容人并存的雅

量”，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３］３１２。 只有坚持文

明包容，世界各文明之间才能和谐相处，才是对“文
明冲突论”的釜底抽薪之举。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

文明观，自信又谦逊，自立又有活力，是批判和超越

“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的先进文明观。
３．坚持守正创新，贯通古今，融通中外，以唯物

辩证法的系统观念超越西方文明观的线性思维

西方文明观坚持线性思维，割裂了传统与现代、
本土与外来的关系，是今非古，是己非人。 中国式现

代化的独特文明观，牢牢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

理，把系统观念贯彻始终，很好回答了“从何处来，
向何处去”的问题。 “从何处来”，就是守正而不守

旧，尊古而不复古；“向何处去”，就是紧跟时代步

伐，顺应实践发展，依靠开拓创新奔赴美好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贯通古今，融通中外。 现代

化绝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而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
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深处走来，没有中华民

族的辉煌历史和璀璨文明，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在

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成功。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

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力推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使其更好地适应与融入

现代社会和世界文明的大家庭之中；不断开辟和创

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和新成果，让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深深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文化之中；在牢固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前

提下，超越文化文明界限，以开放的胸怀充分吸收借

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大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牢牢坚持系统观念，有力克服和

超越西方文明观的线性思维。 线性思维的优点是便

于找到历史发展的主线和把握历史规律，其缺点就

是容易走向形而上学。 西方人用线性思维裁剪丰富

多彩的世界，认为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即西方式现

代化道路，认为世界中心和文明高地也只有一个，即
西方世界。 早在 １９ 世纪，马克思就明确反对这种形

而上学的线性思维，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论和全

局观，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既强调

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也强调同一历史时期内

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各有其独特的政治制度、经济

结构和文化面貌，这也决定了每一个民族和国家有

其特殊的文明形态、发展道路和发展前景。 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强调，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贯穿历史

与现实，把握现象与本质，统筹整体与局部、当前与

长远、宏观与微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特殊和一

般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就是用唯物

史观取代了线性史观，用唯物辩证法批判了宿命论

和循环论，以雄辩的实践成果破解了西方文明观的

思维弊端和理论假象。
４．坚持胸怀天下，提倡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世界同心圆”超越“西方中

心论”
西方文明观以自我为中心，鼓吹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穷兵黩武，恃强凌弱。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

文明观，立足于当今时代本质和世界百年变局的现

实，很好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

题。 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但
西方国家依然用西方文明观为其霸权行径鸣锣开

道，继续破坏国际公平正义和危害世界和平稳定。
面对这样的世界局势，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的文

明观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塑造贡献了思想智慧，显
示出其强大的世界影响力和引领力。

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全人类的发展，提倡全人

类共同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和推动的全人类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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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价值，在立论依据、时代方位、最高立意、人文关

怀等方面，全面超越了西方文明所标榜的“普世价

值论”。 西方文明把自身的思想体系、发展道路、文
明主张等，幻化为全人类都必须遵循的 “普世价

值”，在美化自身的同时阻挡世界其他民族的发展。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坐

标，关注全人类的前途命运，体现人类的共同利益、
共同追求和共同责任，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契
合人类美好生活期待的世界性共识。

中国式现代化大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就是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把
人从资本的奴役下彻底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 胸怀天下与世界大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成果。 “行胜于言”，新时代十多年来，我国依

托“一带一路”这一优质国际合作平台，已同 １５０ 多

个国家、３０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３０００ 多个合作项

目，有力打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分

野”，冲破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

之别”，以共谋天下利的理念切实增进世界各国人

民福祉。
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中，中国坚持合作与

开放，不搞对抗与封闭，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

展，坚决反对脱钩断链、筑墙设垒的“反全球化”逆

流，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人类社会制

度和文明发展是迭代而不是取代的关系，同世界各

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走互利共赢、和合共

生的发展道路。 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人民不断推进和开拓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且致力于为人

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形成了共建美好世界的最

大公约数，以“世界同心圆”超越“西方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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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的实践成效与问题反思

李　 蕊

　　摘　要：基于制度与价值观之间的辩证关系，强化制度保障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举

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融入政党层面的党内法规制度、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社会层面的具

体制度以及公民个人生活领域的规约礼仪制度等“四层制度”上取得明显成效，但仍面临着制度构建不完善、制度

实施不到位、制度创新不及时等“三环保障”上的问题挑战。 针对上述成效与问题，应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保障的

规范体系、推进制度体系的高效实施以及动态更新制度等措施，实现制度构建与价值观培育的良性互动、制度实施

与价值观践行的共同促进、制度创新与价值观发展的动态契合，深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刚性落实。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四层制度；三环保障

中图分类号：Ｄ６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１１－０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

现，如何使其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近年来，我们强化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保障，使刚性的制度保障

与柔性的宣传教育、示范引领等有机结合，有力促进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刚性落实。 可以说，强化

制度保障已经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的重要举措，值得我们全面总结其经验成效，认真反

思其问题挑战，深入推进其持续实施。

一、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制度保障提出的缘由与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问题的提出，不
是今时今地的一时兴起，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礼制” “仁礼结合” “德法共

治”等思想的大量论述，是新时代提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制度保障的思想基因。 西方从古希腊时期

对国家、城邦德性的建构，到近代启蒙时期将制度伦

理研究纳入伦理学的核心地位，再到当代新制度主

义的兴起，其一以贯之地对制度理性的注重和丰富

的制度伦理思想，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理论借鉴。 而

马克思主义对制度伦理的重视，尤其是对自由、平
等、民主等价值原则的制度诉求和制度实践，更是我

们今天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问题的直

接理论渊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何以必需”“何

以可能”？ 其理论根源在于制度与价值观之间密不

可分的内在关系。 一方面，制度是在社会交往过程

中形成的社会共同价值理念的规范性体现，一定的

制度总是蕴含和承载着一定的核心价值观，同时也

为其承载的核心价值观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核心

价值观是制度的内在灵魂和价值导向，抽象的价值

观总是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制度形式表现出来，同
时也只有符合社会价值共识的制度才能获得相应的

合法性支持、有效性支撑和长久的生命力。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８－１０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大招标课题“河南省教育系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２０２３ＪＫＺＢ０１）；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主体性问题研究”（２０２３ＢＫＳ０２４）。
作者简介：李蕊，女，信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河南信阳　 ４６４０００）。

１１



　 　 基于制度与价值观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不断提出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制度保障问题。 比如，２０１３ 年底，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意见》，提出必须“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
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制约

相衔接” ［１］５，以及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制度建设和治理工作中” ［１］１０等意见。 ２０１６
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

见》，确立了运用法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的方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

“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 ［２］ 。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

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进一步强调“着力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确保

各项立法导向更加鲜明、要求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

力” ［３］ 。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 ［４］ 。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

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

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 ［５］ 。

二、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制度保障的实践成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保障，既是一个实

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需要首先从理论上准确

界定制度保障“是什么”的问题。 这里从政党、国
家、社会、公民个人四个层面出发，把保障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制度”界定为政党层面的党内法规

制度、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社会层面的具体制度以

及公民个人生活领域的规约礼仪制度等“四层制

度”；从制度创设、制度实施、制度创新三个环节入

手，把制度保障中的“保障”界定为制度创设、制度

实施、制度创新等“三环保障”。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保障是指通过一定形式的制度安

排、制度实施和制度创新，将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念以不同层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规约等制度

形式确立起来、落实下去，使其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

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

价值准则。 按照上述“四层制度”与“三环保障”的
理论框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制度保障实践成效的分析主要侧重于其融入政党、
国家、社会、公民“四层制度”的情况，对问题的分析

则主要从制度构建、制度实施、制度创新等“三环保

障”上去探寻。
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政党层面制度的成效

政党层面的制度即党内法规制度，是由中国共

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体现党的统一意志、
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依靠党的纪律来保

证实施的专门规章制度。 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
党章处于统领地位，最能体现党的统一意志和价值

导向；准则和条例居于第二层级；规定、办法、规则、
细则处于第三层级。 党内法规制度具有强烈的政治

属性和鲜明的价值导向，其三大效力层级中都体现

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第一，融入党章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先后 ２０ 次制定或修正党章，历次党章都不同程度地

体现着对于民主、平等、公正等价值理念的追寻。 而

党的十九大党章和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正于培育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党和国家重点工作的背

景之下，更加鲜明地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其中。
比如，党的二十大党章强调“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

目标，完整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追求；提出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

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建设总要求，是对社

会层面核心价值取向的体现；而关于党员要“带头

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义务要求，则体现了

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规范。
第二，融入准则和条例的体现。 比如，《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

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提出更高要求，这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内在契合；《关于新

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紧扣新时代全面

从严治党的主题，从坚定理想信念、严明政治纪律、
坚持民主集中制等 １２ 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体现了

民主、公正、法治等价值观要求；《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

内监督条例》等对党员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违背社

会公序良俗等行为的追究，体现出对于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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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德底线的坚守。
第三，融入规定、办法、规则、细则的体现。 这一

层级的党内法规制度，其制定主体更加多样，其文件

数量更多，广泛涉及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
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四大类型。
这些具体规定切实指导了党的各方面工作，也不同

程度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为各级

党组织和所有党员提供了价值导向和行为遵循。
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层面制度的

成效

国家层面的制度是由国家（或代表国家的相关

机关）制定，旨在确立国家的阶级统治关系和组织

架构的基本制度，在载体形式上主要体现为国家宪

法和法律。 它们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依据，规定

国家治理和国家运行中最重要的问题，同样体现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第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写入宪法。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宪

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
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为“国家

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
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６］ ，这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保障提供了最高的宪法基础。
宪法序言在阐述国家的奋斗目标时，提出“把我国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对国家层面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的

体现和拓展。 宪法总纲中关于国家制度的规定以及

第二章至第四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等相关

规定，全面体现了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等。

第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国家法律时，
也积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 其体现方

式多为阐释立法目的时把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写入其中，也有在阐释对某些主体或某些活动

的要求时把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写入

其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１２ 个价值范畴在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国家法律中

也各自有呈现，比如，在“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的

高级检索平台，限定检索范围为“标题＋正文”、实效

性为“有效”、法律制定机关为“全国人大及人大常

委会”、法律效力位阶为“法律”，然后分别输入 １２
个单独的价值范畴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

检索，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在

国家法律中的体现情况①

价值范畴
体现的

法律数量
法律名称

富强 ３
《英雄烈士保护法》 《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法》 《民族区域
自治法》

民主 ４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监察
法》等

文明 ５２ 《民法典》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
织法》等

和谐 ２０ 《国家安全法》《环境保护法》等

自由 ４７ 《反家庭暴力法》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等

平等 ７１ 《人民法院组织法》 《人民检察
院组织法》等

公正 ８７ 《法官法》《检察官法》等
法治 ０
爱国 ８ 《国旗法》《国徽法》等
敬业 ２ 《医师法》《退役军人保障法》
诚信 ３１ 《证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友善 ９② 《民法典》《慈善法》等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２２ 《民法典》《国家安全法》等

　 　 统计结果显示：（１） “公正” “平等” “文明” “自
由”“民主”等价值范畴体现在国家法律中的数量靠

前，这一方面是由于它们在国家和社会价值体系中

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与它们作为传统价值范畴早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之前制定的法律中已经多

有体现也有密切关系；（２）相比国家层面和社会层

面的价值范畴而言，个人层面的价值范畴在国家法

律中的体现较弱，相对体现最多的是“诚信”，有 ３１
部国家法律将“诚信”写入其中；（３）“法治”作为国

家法律最能直接体现的价值范畴，反而在国家法律

条文中没有明确，看似悖论实则不然，体现了处处有

法治、不用刻意强调法治的合理性。
第三，加强了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

专项立法。 除了每一项法律制定或修订过程中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其中之外，近年来我国

还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可操作性强的道德

品行要求上升为法律规范，加强了道德领域的专门

立法，如专门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
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层面制度的成效

由于国家与社会区分的困难以及我国长期以来

国社合一、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状态，区分国家层面

和社会层面的制度比较困难。 但改革开放后我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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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加强社会建设，社会与国家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
使得区分两者成为可能。 社会层面的制度，是“包
括除国家层面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外的、一切经济的、
文化的、交往的规则、组织、机制和制度” ［７］ ，多表现

为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具体制度和政策机制等，主要

体现在社会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两个领域。
第一，融入社会民生保障制度的体现。 社会民

生保障制度涉及教育、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卫生健

康、养老保障等多个领域，旨在增进人民福祉，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社会层面的重要

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完善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等方面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使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保

障了平等、公正等价值理念的实现。
第二，融入社会治理制度的体现。 国家的长治

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有赖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社
会治理制度是社会层面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

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充分

体现了民主、和谐等价值理念。
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公民个人层面制度

的成效

公民个人层面的制度，指着眼于公民品质养成、
行为塑造以及公民之间关系调整的制度。 从制度形

式来看，它可以渗透在国家法律法规、社会治理制度

当中，但更多表现为乡规民约、礼仪规范等带有一定

强制性的非正式制度。
第一，融入文明规范制度的体现。 文明规范制

度是“人们在公共生活领域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

和行为准则” ［８］ ，因所调整的群体不同而有不同的

表现形式，比如，在农村主要表现为乡规民约，在城

市主要表现为市民公约，在学校主要表现为学生守

则，在不同行业内部主要表现为行业规章等。 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国上下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

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基本要求融入其中，提升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成效。
第二，融入礼仪规范制度的体现。 礼仪是宣示

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 中国历来注重礼仪

制度，传统社会的礼仪制度包括祭天祀地、朝廷礼仪

以及日常生活礼仪等，都是对敬德崇序、家国同构等

社会价值观的反映和体现，其核心在于维护伦理纲

常和统治秩序，既有其积极意义，也有其消极之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传统礼仪制度进行了有选

择的更新规范，并激活创新了一些新的礼仪制度形

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一些纪念庆典等礼

仪活动得以有效传播。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四个层面制

度中都有比较充分的体现，融入“四层制度”的成效

初步显现。 表现为：坚持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制

度建设统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大大加强，彰显了立

党为公、执政为民、坚守理想、忠诚务实、清正廉洁等

政党价值观；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制度建设目标，
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各

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互协调，不断实现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等价值目标；坚持以全面依法治

国为制度建设抓手，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化建设，充分彰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

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制度建设的主体遵循，注重宏

观层面制度建设与公民日常生活层面制度建设的协

调配合，不断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规范。

三、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制度保障面临的问题挑战

　 　 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保障已有初步

成效，但对照内涵界定中的“三环保障”，深入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还面临着制度构建不

完善、制度实施不到位、制度创新不及时等问题的

挑战。
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构建不够完善

制度构建是制度保障的前提，其目的在于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要求能够全面、充分、有机

地融入制度规范体系当中。 制度建设行至今日，虽
然主要领域的基本制度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仍存

在一些问题。
第一，制度体系不健全，价值观内容得不到全面

充分保障。 比如，政党层面、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较

为充分，而社会治理领域、个人生活领域的制度建设

有待加强，尤其是一些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还缺乏

制度依据，社会治理领域存在制度的盲区死角，有些

社会规则的内容规定还不够到位，无法对违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和惩处，尤其

是公民日常生活领域的公序良俗融入制度不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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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不够等。
第二，制度之间协同性不足，存在价值冲突。 制

度是对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关系进行调节的庞大

系统，不同层面制度的制定主体差异很大。 单以法

律制度为例，既有中央立法，又有地方立法；既有人

大立法，又有行政立法等。 制度制定主体的多样，加
上制度规定与调整关系的复杂，极易造成不同主体

（甚至是同一主体）制定出来的制度存在一定的冲

突和“打架”现象，比如，下位制度与上位制度的冲

突；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制定的制度之间存在的冲

突；一些由传统习俗上升而成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

的现代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的冲突等。
第三，某些制度的价值导向不鲜明，甚至偏离核

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定的绝大多数法

律法规，都充分体现了保护善人善举、维护公平公正

的价值取向。 但由于我国立法体制的固有模式，政
府各部门和地方立法机关在行使立法权、法院以及

检察院在行使司法解释权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部

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使法律法规呈现出

工具主义色彩浓厚、价值取向模糊的现象，甚至在一

定程度上背离了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而

在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以及政策规章等社会具体

制度方面，偏离核心价值观导向的问题则更为多见。
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实施不够到位

众所周知，制度效能如何，关键取决于制度能否

被有效执行和落实。 相对制度构建环节而言，制度

执行和实施环节的问题更多、更为明显。
第一，制度针对性差、操作性不强，致使难以落

地。 比如，有些制度不是根据社会需要而制定，而是

为了所谓的制度完善而制定，现实中并无用武之地。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约 ８０％的法律未能进入诉讼

领域，法院经常用到的法律也只有 ３０ 多个，最多涉

及的法律数量不超过 ５０ 个［９］ 。 还有些制度规定过

于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导致制度无从实施，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虽对与老年人分

开居住的家庭成员作出“常回家看看”的要求，但对

到底多长时间、多高频率为“常”的规定并不明确具

体，导致其执行起来没有操作性。
第二，制度执行懈怠、走样变形，偏离价值观导

向。 比如，部分执法人员存在消极懈怠、敷衍应付和

不作为现象，或选择性执行、或拖延式执行，使得制

度执行跑偏走样。 另外，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依

法执行和自由裁量之间的矛盾张力，一些部门和个

人把自由裁量权当作获利手段，轻则“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重则任意执法、滥行处罚。 制度执行中的

随意变通、恶意规避以及“留暗门”“开天窗”等弱化

制度权威性和监督力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公平公正

等价值导向。
第三，公民制度意识不强、认知认同弱，影响制

度实施。 制度实施效果固然与制度执行主体的能力

素质、执法行为直接相关，但也与公民对制度的认知

认同紧密相连。 现实中有些制度出台后就被“束之

高阁”，缺乏针对不同对象的立体多元化的制度普

及，制度的宣传教育实效性不足，使得制度没有走进

公众的视野和头脑中。 另外，中国“人治”传统较

盛，无论是制度执行者还是社会公众，都不同程度地

存在更加信奉人情和潜规则而对制度权威性缺乏信

任尊重的问题。 诸如此类现象，严重影响到制度的

权威和实施，同时表明我们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创新不够及时

从制度发挥功能的角度看，制度总是要维持一

定的稳定性，但事实上制度又必须是发展变化着的，
因为只有这样制度才能适应发展变化着的社会与人

的需要。 由于制度创新需要时间以及人们制度创新

的意识不强等主客观因素，造成制度创新不够及时，
某些具体制度规定滞后于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发展和

导向要求。
第一，制度创新的机制不足，条件不强。 制度的

及时创新需要有一定的机制和条件，包括对制度的

合理性、合法性和现实性进行动态评价估量的制度

评估机制以及整个社会创新氛围和能力的提升等。
但整体而言，我们目前还缺乏完善的制度评估机制，
制度创新的环境氛围也不够浓厚，导致制度滞后问

题没能及时得到反馈，自然就谈不上制度创新。
第二，与新问题、新要求相适应的新制度建立不

及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求会随着社会

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必然要求制度根据新的价值

观内涵进行拓展更新，比如，随着“五位一体”现代

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深入人心，国家层面“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实质上拓展为“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价值目标，而关于美丽中国

方面的制度建设却显得滞后；就“富强”目标而言，
过去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富强，而随着近年来对人民

共享改革成果的强调，“富强”除了指国家富强之

外，也多了人民富裕的价值内涵，而相关的制度建设

同样显得滞后。
第三，对不完善、不适用的制度修订或废止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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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制度创新除了立“新”，也包括废“旧”。 据国家

法律法规数据库的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废除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 ５
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资企业法》等；共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 ６１ 部，包括《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等③。 这是制度创新方面的实践成果，但与党的十

八大以来日新月异的社会形势相比，对制度文件的

修正和废止还不够及时，制度的“破”与“立”之间的

有机衔接也很不够，还存在新制度已经出台而旧制

度却未废止的“制度打架”、旧制度已经废止而新制

度却未出台的“制度真空”等问题。

四、持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制度保障的对策思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保障面临上述问题挑

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制度与价值观之间固有

的内在矛盾张力有关，也与实践层面的制度设计技

术掣肘、制度形式主义弊端以及认识层面的制度意

识缺失等因素有关。 应在提高制度保障思想认识的

基础上，通过完善制度保障的规范体系、推进制度体

系的高效实施以及建立制度与核心价值观动态契合

的创新机制等途径，持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制度保障。
１．完善“四层制度”，实现制度构建与核心价值

观培育的良性互动

针对核心价值观的制度构建中存在的制度体现

不均衡、协同性不足等问题，结合“四层制度”的内

涵界定，应着力从以下四个方面补齐制度短板，保障

核心价值观导向的制度体现，打通制度构建与核心

价值观培育的互动路径。 一是加强党内法规制度保

障，探索以政党价值观引领社会价值观的基本路径。
党内法规集中体现着政党价值观，而政党价值观与

社会价值观内在一致并引领社会价值观，因此首先

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立党内法规制度与核心价

值观培育的互动机制。 二是加强国家法律制度保

障，探索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路径。
国家法律制度是核心价值观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形

式，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体系和制度，探索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建设的制度保障路径。 三是

加强社会政策制度保障，探索核心价值观嵌入社会

治理各领域的基本路径。 社会各领域的具体政策制

度是核心价值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必不可少但

又相对薄弱的制度保障形式，因此要重点完善社会

治理领域的制度规范，探索核心价值观嵌入社会治

理各领域的制度保障路径。 四是加强规约礼仪制度

保障，探索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公民之心、外化于公民

之行的基本路径。 各种规约礼仪等制度是实现核心

价值观落实落细落小、转化为公民日常生活领域情

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的极其重要的保障形式，因此必

须完善日常生活领域的规约礼仪制度，使核心价值

观的制度安排在细微处也不缺位。
２．强化制度执行，实现制度实施与核心价值观

践行的共同促进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制度建设行至今日，
主要领域的基本制度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因此制度

保障的重中之重在于强化制度执行，以制度的有效

实施来促进核心价值观的刚性落实。 针对制度实施

中存在的问题症结，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强化制度执

行。 一是增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做到

于法周延、于事简便。 比如，制度制定时要确保用词

科学准确，规定严密具体，避免范围不清、表述不明；
制度实施中要及时反思，对过于复杂烦琐的制度删

繁就简，使之简明易行；要提高不同层级和领域之间

制度的协调性，搞好制度的衔接呼应，解决“政策打

架”、协同性不足等问题。 二是优化制度执行的人

文环境，做到风清气正、公正严明。 制度执行不力有

多方面的思想文化根源，既有传统社会人情文化、人
治思维的影响，又有当下的形式主义、惧怕担责等思

想的影响，因此必须摒弃人治思维，树立法治意识，
营造风清气正、公正严明的制度执行环境。 三是强

化制度执行的监督，做到全面监督、严格追责。 建立

全面覆盖的监督体系，增强党内监督与其他监督相

贯通的监督合力；提高制度执行监督的力度，以常态

化监督来及时纠偏；强化制度执行的问责，对破坏和

干预制度执行的问题严肃查处、追究问责，坚决杜绝

“留暗门”“开天窗”等弱化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的

现象，使核心价值导向真正落到实处。
３．及时更新制度，实现制度创新与核心价值观

发展的动态契合

“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其提供的稳定性、持
续性，但制度要保持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变

革。” ［１０］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求

非常复杂并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的情况下，
及时更新制度，使制度与核心价值观之间保持动态

契合显得尤为必要。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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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理解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

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虽然概括为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等 １２ 个抽象的理念范畴，但其内涵

和要求却是非常具体并会有所丰富发展的，这就需

要我们用全面系统、动态发展的思维去领会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求，从而为制度更新提供正

确导向。 二是及时进行制度废止和更新。 一方面，
要及时废止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和核心价值观导向

的制度，避免出现制度重叠甚至是制度冲突现象；另
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核心价值观内

涵的新要求，及时补充或更新相应的制度规范，避免

出现新的制度缺位或制度滞后，保障核心价值观内

涵的不断完善与丰富发展。 三是处理好制度稳定与

制度变革的关系。 稳定性是体现制度刚性的需要，
而变革是保持制度生命力的要求，两者之间存在一

定的矛盾张力，这就要求设计制度既要立足当下，又
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保持相对稳定中的动态契合。

综上所述，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关

联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在教育

引导、舆论宣传、实践养成等方面占领高地、柔性引

领；又涉及国家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发展与治理问题，
需要在法律政策、制度机制等方面落到实处、刚性保

障。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制度保障，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刚性落实的同时，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合法性和认同度，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互促共进。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ｆｌｋ．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 ，
统计时间为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８ 日。 ②输入“友善”查询结果为“０”，改为

与“友善”语义近似的“善意”，查询结果为“９”。 ③数据来源于“国
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ｆｌｋ． ｎ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统计时间为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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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民主的演进历程、根本超越及建设路径

房圣康　 　 李　 楠

　　摘　要：民主是人类社会普遍向往的价值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义。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中

国共产党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治国理政规律作出的科学决断。 从历史脉络来看，民主的演

变经历了由君主私德到人民公德、由精神理念到政治制度的波浪式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共产党

对民主的接续探索，实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超越。 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地位。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根本超越

中图分类号：Ｄ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１８－０６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向往的美好愿景和普遍认可

的价值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 ［１］３７当前，国际

形势复杂变幻，两大变局交织，多种因素碰撞，既有

硬实力的比拼，更有软实力的较量。 特别是近年来，
西方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极力在全世界兜售、
推广、渗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民主已经成为他们输

出自己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道德依据，
成为他们质疑和攻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话语武

器。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共

产党通盘考虑世情、国情、社情、党情、民情等因素综

合作出的科学决断。 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在于人民

至上、人民当家做主，与资本主义国家所鼓吹的“人
民的权利”大相径庭。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讲清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渊源、传承演进及

其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超越，对于正确认识何谓

民主、民主何为，探究民主在价值、制度等层面的理

论意蕴和实践要求，科学判定民主效能，助推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科学发展、奋力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具
有重要意义。

一、民主的历史渊源及内涵演进

在西方，民主经历了从人民统治到人民主权、从
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的渐变发展。 古希腊时期，雅
典城邦的平民治理模式奠定了民主权力、人民统治

的基本含义，蕴含了重视参与、多数管理、权力制衡、
尊崇法律的原生态民主特征，因其范围上把奴隶及

妇女排除在外，故而实质上依然存在局限性。 中世

纪时期，民主在君权和神权的笼罩下，无论是作为一

种政治形式抑或一种社会理想都几近停滞。 １７ 世

纪至 ２０ 世纪初，得益于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民主

在去宗教化的文化斗争中迎来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３－０２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研究”子项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主要挑战研究”（２２ＺＤ０７７）；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基金思政专项课题“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研究”（２２ＶＳＺ１３９）。
作者简介：房圣康，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李楠，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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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思想之光，在社会精英等新阶层的倡导下，代议

制民主应运而生，形成了以主权论、契约论和权利合

法论为思想内核的人民主权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民主成为保障多数人占有政治地位、行使政

治权力的代名词，逐步发展为以民主选举为核心的

自由主义民主范式。 今天，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

中，民主作为人民的权利，通过依托普遍主义不断充

实逻辑性与说服力，借助攀附人文主义的亲和力外

衣和科学主义的理性至上口号，已然和自由、博爱等

理念一道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推崇的“普世价值”
体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诉求多被诠释为“忠
君爱民” “敬天保民”等积极的民本理念。 西周之

初，周公通过总结夏商灭亡经验、反思“惟虐于民”
的统治模式，深刻认识到民心向背的重要意义，提出

了“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等进步观点。 春秋时，“爱
民”“保民”等仁政思想日益丰富，如孔子建议统治

者应顺合民意，“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
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子主张“不
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现可

欲，使民心不乱”；墨子倡导“兼爱”“非攻”的朴素民

本思想。 及至两汉，儒家思想占据主流，董仲舒的

“君承民命”理念深入人心。 唐宋以降，“民本”思想

逐步系统化、哲理化，李世民的“水舟关系论”，朱熹

与程颢、程颐的克“人欲之私”、存“天理之公”等民

本教义，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民本思想向纵深发展。
清末至民国时期，西方“民主”概念传入中国，民主

被赋予合法性，成为包含制度、条文、律则等范畴的

综合概念，并与自由、平等、人权相挂钩，凸显为指导

人民革命实践的意识认知与价值目标。
综上所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民主的演变经历

了由君主私德到人民公德、由精神理念到政治制度

的波浪式发展历程，其基本内涵聚焦于平等、自由、
法治等人权价值范畴，是历史变迁与社会实践的辩

证统一。

二、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历程

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探寻的核心要义与

追求指归。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具

体而非抽象的，它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是“作为

类概念的国家制度” ［２］２８０，不仅受制于经济基础的

影响，且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和内在要求；民
主是现实的、历史的，它既与生产方式、文化传统、人

口素质等社会因素紧密联系，是“在整个国家机体

中创立自己的合理形式” ［２］３９０的现实成分，又是社

会迈向共产主义阶段的过渡环节，即“在真正的民

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 ［２］２８２；资产阶级民主具

有虚幻的欺骗性，在资本主义环境下，“物质生活的

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

活的过程” ［３］ ，相较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

上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无产阶级民主，资本主义

民主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生产私有制矛盾结合的

产物，是虚伪的、局限的并且落后的。 正如列宁一针

见血地指出的，资本主义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
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

的民主” ［４］ ，这种充斥着功利性、狭隘性、片面性的

民主终究会伴随着社会矛盾的深化与阶级斗争的加

剧，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与湮灭；无产阶级专政是实

现“真正民主制”的唯一现实途径，因为无产阶级

“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 级 的 利 益 不 同 的 利

益” ［５］４１３，“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

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５］４１１，代表着广大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根

本目的就是要消灭旧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统治，使人

民获得自由解放，进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争取人民民主自由、巩固人

民美好生活，是贯穿百年历史岁月的鲜明底色。 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把民主认定为跨

越“政亡人息”这个“历史周期率”的出路，强调革命

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

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民主

建设对国家发展的关键作用，并借助改进党内民主

生活等方式实现了对政治管理模式的革新。 在毛泽

东看来：第一，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是人民，人民民

主专政下的人民不仅包括工农联盟，还应当兼顾

“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

及其他爱国分子” ［７］等所有群众的利益；第二，社会

主义民主是全面、具体、真实的，是“政治上的、军事

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

主” ［８］ ，必须通过具体的民主权利，给予人民享有民

主的法律资格与现实基础，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

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 ［９］ ；第三，民主

作为一种手段和方法，是建立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

的基础，“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
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１０］ ，不论是政治协商、“三三

制”抑或民族区域自治，归根到底，是要依靠“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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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能起来说话、活动、想办法” ［１１］ 。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总结吸收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经验教训，强调

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指出如果“没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１２］１６８。
同时，在客观阐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必要性

及实现路径问题上，邓小平提醒党员干部要警惕资

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要牢固坚守社会主义制度

不动摇。 一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的就是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 ［１３］ ；另
一方面，“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 必须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１２］１４６。 江泽民围绕“建设

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主题，提出人民

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最高裁决者，要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１４］ 。 胡锦涛

把“以人为本”确立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根

本指归，他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本质和核心。” ［１５］ 号召广大群众要牢固树立

“以服务人民为荣”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积极健全民

主制度，拓宽民主渠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守正创新，紧扣

“人民至上”价值主线，在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发展规律、深度凝炼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道路、实践、评价等进

行了系统阐发。 第一，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维度和

人民美好生活诉求的现实维度阐释了人民民主的本

质，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他生动指出：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１６］ 第二，习近平立足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崭新历史方位，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
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

求的一项重要内容。 他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

过程的民主。” ［１７］全过程人民民主“顺应民心、尊重

民意、关注民情、致力民生” ［１８］ ，是“最广泛、最真

实、最管用的民主” ［１］３７。 第三，习近平统筹制度程

序、参与实践、民主效能辩证关系，注重“过程民主

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

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 ［１９］ ，清晰阐释

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优势，为构建中国民主政治

话语体系、赢得国际民主话语权奠定了厚实基础。

第四，习近平心系努力满足人民对美好政治生活的

期望，始终秉持“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 ［２０］２５５

的根本遵循，基于“八个能否”以及“四个要看、四个

更要看”的衡量标准，全面框定了国家政治制度建

设与人民民主实践的评价体系，切实解决了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的现实难题，持续推进了国家民主建

设的有效运转。

三、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
民主的根本超越

　 　 当代资本主义民主是逻辑上平等的公民权与事

实上不平等的财产权的矛盾综合体，社会主义民主

揭开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面具，实现了对资本主

义民主的根本超越，彰显出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民至

上本色及其捍卫人类共同价值指归的现实意义。
１．哲学世界观的本质差异

资本主义民主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肇始于

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民主探索，尽管在打击封建

专制、批判迷信神权、启迪民智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

积极影响，但碍于资本主义自身的软弱、妥协与不彻

底性，宗教时至今日依然是西方思想文化体系的内

核，是维系现代西方人民信仰与精神的根本寄托。
在资本主义宗教论中，民主被冠以“凭借天赋的权

利来支配世界”的基调，自我认知中弥漫着信奉“上
帝”和“原罪”的教义色彩。 同时，作为“约定俗成”
的价值公约，西式民主的价值秩序又往往以价值命

令的形式得以维持，出于对宗教权威的绝对服从，人
们在探寻民主本质与享受民主权利的过程中便不可

规避地打上了灵魂拷问式的自我救赎及自我约束的

价值烙印。
社会主义民主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是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显性表达，真实反映着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高度契合，在绵延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宗教虽然占

据着独特的地位，但始终不是思想文化体系的核心。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着眼于现实的中国哲学，包
含着儒的义理、禅的意蕴、道的机锋，是中国自古以

来用以解决社会生产发展与人民生活需要矛盾的有

力思想武器。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人类解放

何以可能”的学说，探究的焦点是建立在实践基础

之上的人的生存本体，体现着对人的现实关怀和终

极关怀的统一。 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人民至上，
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在科学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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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祖国、尊重集体、善待他人、保护自然的和谐关

系基础上，既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理论前提，
也为切实保障人民享有当家做主合法权利提供了实

践内驱动力。
２．阶级本质和实践主体的根本差异

评价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根本标准是社会发展

的成果由谁所有、所享。 资本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

资料私有制、资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之上，追求一切从

私人利益出发，以自我为中心。 当资产阶级手握权

力时，通常会以“公”的名义保护自己的“私”，借助

公权力为己谋利；当资产阶级丧失权力时，又会以宪

法的名义以及“天赋人权”的口号要求公权力服务

与满足自己。 这种形式化、符号化、精英式的民主，
注定从诞生之日就带有欺骗性和虚伪性。 正如马克

思所指出的：“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

阶级 的 奴 隶， 资 产 阶 级 掌 握 着 他 们 的 生 死 大

权。” ［２１］以美国为例来看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逻辑

悖论，美国的政治选举越发成为“金主游戏”，种族

主义的不公频繁出现，群众示威游行成为常态。 资

本主义的形式民主逐步堕落为实质上的“反民主”，
公众利益在社会特殊利益的裹挟下逐步被淹埋，民
主的文明表象在资本的野蛮攫取下几近土崩瓦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

出“人民民主专政”，在法律上保障了人民的主人翁

地位，规定了文明成果应由全体中国人民共有、共享

的社会主义原则。 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动力，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１］３７。 社会主义民主

之所以更先进、更真实、更彻底，究其缘由，就在于它

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真正实现了人民

当家做主。 在充分保障实质民主与实体正义的同

时，始终坚持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协调共振，真
正破除了人们的等级差别与利益对抗，使广大人民

群众能够以相互平等、彼此自由、团结友善的身份与

状态，积极投身到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去，充分释放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组
织优势、实践优势，最大程度地将全社会的民意、民
声、民情、民智汇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决策、执
行、落实和监督中来，既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民主建设与稳定繁荣，也兼顾了集体利益与个人自

由全面发展的并举并重。
３．实践模式和目标追求的根本差异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审视劣政与

良政的基本标尺。 资产阶级在口头上标榜宪法赋予

人民民主权利，然而，“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

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 ［２２］ 。 资本主义民
主遵循着以最大限度满足个人私利为内容的资本扩

张逻辑，在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前提下，人们的日常

交往关系变成纯粹的利益交换关系，资本作为支配

一切的存在，“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

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

削” ［２３］ ，把人们的身份、职业、地位、尊严转化为交
换价值，催化了人们崇拜商品和金钱的欲望，社会基

本的公正、平等与道义被肢解。 同时，为了巩固资本

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统治，垄断国际民主话语权，西
方大国常以“和平维护者”身份自居，大张旗鼓地召

开“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不遗余力地兜售以平

等、自由、博爱为幌子的“民主普世价值”，一边宣称

民主是超越一切国家、民族、地区，适用于所有时代、
社会、人群的“永恒真理”；一边又双重标准地跳出

“普世”的道德约束，肆意打着“保护人权”的口号，
凭借武力和经济优势，蛮横干涉别国内政，推动贸易

战争，进行文化侵略，最终目的就是要维护自身利

益，维系霸主地位，维持西方中心论的价值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让广大人民群

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２４］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
民作为国家权力的主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并

非冲突与对抗的，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 “按
劳分配”“集体主义”等原则基础之上的人人参与、
共建共享、成人成己的“同志式”民主友善关系。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价值追求，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向往，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提供了同舟共济的“最大公约数”，凝聚了华夏儿女

“在政治上、道义上和精神上团结一致” ［２５］ 的强大
向心力，充分调动了全国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 ［２６］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力，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注入了源头活水。
同时，中国历来就是爱好和平的友谊之邦，没有侵略

他国的先例和称霸的基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积极倡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多次宣扬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式现代化

道路，根本目的就是要顺应并守护来之不易的世界

和平、发展潮流，批驳西方所倡导的陈旧的“国强必

霸”“零和博弈”等谬论。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考量

　 　 新时代提出新使命、开启新征程、呼唤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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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紧紧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和实践主题。 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仅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需要，也是夯实民族凝聚

力、实现社会主义团结和谐的必然举措，更是树立良

好国家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
１．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

动摇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始终不渝的追求，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一方面，只有坚

持党的领导才能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根本指导地位，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朝着正确方

向发展。 马克思主义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第一次站在人民的价值立场

上，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

削、人人平等与民主友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为
切实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思

想基础。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社会意识

形态日益多元，一些表面歌颂民主但实质充斥着个

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资本主义式的“伪民

主”，披着学术自由、文化交流的外衣，肆意渗透、侵
蚀着人们的思想，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共

产党领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予以批

判，借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良好契机，为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注入“灵魂”与“活水”。 另一

方面，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我们始终树立人

民至上的根本价值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

价值取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持续强化和改善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具

体制度建设，充分保障人民主体地位，调动人民追求

民主、参与民主、建设民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在汇聚中华民族齐心协力、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最大同心圆”的过程中，让社会主义民

主看得见、摸得着。
２．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

思想，因此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

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促进社

会经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政治民主实践提

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条件和手段。 当前，在全面深化

改革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一切社会生产积极因素

使之竞相迸发活力，稳步推进以公平、效率相统一为

核心的分配制度改革，扎实巩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模式并存的和谐生产关系，稳步构建初次

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相互协调、彼此配套的基础

性制度，始终确保把有利于国有经济提质增值、扩大

国有资本功能和竞争力作为根本标准，把确保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制、社会发展成果全民所享作为根本

底线，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平等性，最大范围地释放人

民群众追求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贡献热

情，确保广大劳动者在奋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过程中不仅拥有民主的合法权利及地位，更能在享

受公平、正义、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氛围

中与祖国未来同命运、齐进步、共出彩。
３．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地

位不动摇

推进和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保障人民当家做

主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意义。 一方

面，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不断从国家

顶层设计出发，以公共理性浇灌公共决策，以民主观

念浇灌设计理念，统筹顶层把握和分层对接，充分保

障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广泛、真实、直接、持续地参与

到社会治理及民主建设的实践中来，最大可能地保

证人民群众以主人的身份、平等的机会在国家社会

政治决策形成过程中合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另

一方面，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以加快构

建党内民主为表率，以着力营造全社会民主政治氛

围为观照，以切实把握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

外同胞和谐关系为依托，在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

国统一战线基础上，同频共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制

度优势转换为民主实践治理效能，确保广大人民群

众可以通过村民委员会、社区街道办、职工代表大会

等多元渠道，在直接或间接融入社会事务管理中充

分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保

障人民当家做主权力走深走实创设充满烟火气息的

外部环境。
此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

应当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秉持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美德，切实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

性教化作用，不断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

认同。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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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仁者爱人”“民为邦本”“天下为公”“以和为

贵”“厚德载物”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民本理念与

政治伦理观念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现代化实践中

重获新生，鼓励人民群众在立足民主归属感的基础

上探寻维护社会集体利益与个人价值追求的契合交

融，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民主的历史性、
相对性、发展性。

结　 语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摆脱了以往

一切政治力量只追求自身利益的局限，把实现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
正如习近平所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
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２０］２５９我国正处在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迈进的历史关键期，坚持人民至上，推动全过

程人民民主，弘扬社会主义民主所蕴含的真理力量

与道义力量、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制度文明与精神

文明，展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谱写复兴篇章中的

实践伟力，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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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背景下农业节水的政策演进、
发展困境及破解对策

王金霞　 　 张丽娟

　　摘　要：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必然选

择，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实施全面节约战略的重要内容。 新发展阶段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注
重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对水资源利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农业节水仍然面临一些发展困境。 这些困境主

要来自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不同主体的利益目标不够一致、小农户与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衔接不畅，以及智慧

灌溉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水平较低等方面。 据此，要针对性地寻求摆脱农业节水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进一步完善

农业水价政策，建立健全以用水者为交易主体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水权交易制度，将灌区的人头费和维修养护

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加大对末级渠系的投资力度，因地制宜积极探索灌溉社会化服务模式，
以落实全面节约战略，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

关键词：农业节水政策；节水技术；水价改革；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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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

素，水资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力点，也是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 中国以占世界 ９％的耕地、
６％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 １ ／ ５ 的人口。 水资源

短缺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保护和节约利用水资

源上付出了比以往更多的努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

时期治水思路指引下，国家节水行动得到持续有效

实施，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党的二十大

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

全面部署，强调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

尽管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行动使节水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但是，对照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水的有

效利用率仍然偏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还不

高，节水型社会建设仍存在不少短板，农业节水发展

还存在亟待突破的困境，与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实施全面节约战略的重要内

容，对缓解我国水资源短缺矛盾、推动中国农业现代

化进程、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

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梳理中国现代化农业节水

政策的演进逻辑， 找出中国农业节水面临的关键困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１－２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粮食生产的水资源时空匹配及优化路径研究”（１８ＺＤＡ０７４）；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黄淮海地区地下水超采治理与保护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２０２１ＹＦＣ３２００５００）。
作者简介：王金霞，女，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张丽

娟，女，通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编审（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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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并探寻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对落实全面节约战

略、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极为重要。

一、现代化农业节水政策的演进逻辑

进入 ２１ 世纪后，中国农业节水政策演进经历了

三个阶段。
１．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示范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２１ 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在资源利用方面，坚持资源开

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 ２０００ 年，《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

建议》首次提出“建立节水型社会”的目标，强调重

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把节水放在突出位置。 建

设节水型社会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问题最根本、
最有效的战略举措，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制度

创新。
为了加快节水型社会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作

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 ２００２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修订通过，明确规定：“国家厉行节约用水，大
力推行节约用水措施，推广节约用水新技术、新工

艺，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建立节水型社

会。”同年，水利部印发《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

工作指导意见》，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区开展全国节

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 自此，节水型社会建设的

试点示范工作开始推进，试点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
在农业节水方面，《全国农业节水发展纲要（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明确提出，要在加强工程管理的同时，制
定各主要农作物的用水定额，根据定额确定灌溉用

水量。 ２００３ 年，水利部下达《关于编制灌溉用水定

额的通知》，要求各省（区、市）编制灌溉用水定额。
到 ２００６ 年，全国已确立国家和省级节水型社会建设

试点 １００ 多个；有 ２２ 个省（区、市）发布了用水定

额，依法推行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严格执

行取水许可制度。 到 ２０１０ 年，节水型社会建设全国

试点达到 １００ 个，省级试点约 ３００ 个，形成了全国试

点和省级试点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１］ 。
这一阶段，农业节水政策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思路由传统的节水向现代的节水、可持续的节

水转变。 传统的节水主要侧重于工程措施，而现代

的节水和可持续的节水更加重视制度建设和节水机

制的形成。 第二，支持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

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 节水型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建

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
张掖市被水利部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节水型社会建设

试点。 张掖试点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指导，初步形

成了“总量控制、定额管理、以水定地（产）、配水到

户、公众参与、水量交易、水票流转、城乡一体”的节

水型社会建设运行机制和体制。 农民从水票中得到

了节水增效的实惠，从根本上解决了节水的动力问

题，迅速促进了水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 第三，推进

灌溉用水定额管理。 灌溉用水定额管理的提出，是
节水型社会建设目标下加强农业灌溉节水管理的重

要体现。 尽管灌溉用水定额管理工作在这一阶段还

不够细化和深入，但对推行农业节约用水、提高灌溉

水利用率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２．节水型社会建设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
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试点示范工作以点带面，对

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十一五”
期间，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水资源利用

效率和效益明显提高，初步构建了以水资源总量控

制与定额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管理体系。 然而，随
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加之全球气候变化影

响，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

题日益突出，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的挑

战更加严峻。
在此背景下，水资源管理的硬手段和硬约束应

运而生。 ２０１１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

议明确要求，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水资

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

污“三条红线”。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

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对实行这一制

度作出全面部署和具体安排。 之后的 ５ 年，水利部

门全面推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在国家建设节水型社

会的宏观决策影响下，有关农业节水灌溉的政策文

件也陆续出台；各地政府都把节水农业作为农业发

展的核心战略之一，从水利工程建设、农业水价和水

权改革到节水技术推广等都开始建立比较系统的政

策支持体系。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
家农业节水纲要（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 该文件是农业

节水的首个国家纲要，意味着在农业节水方面有了

顶层设计，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现代农业发

展、建设节水型社会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３０ 年）》 《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

５２

绿色转型背景下农业节水的政策演进、发展困境及破解对策



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关于加快推

进高效节水灌溉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相继出

台，农业节水的任务目标更加清晰明确，农业节水政

策体系勾勒出了基本框架。
这一阶段，农业节水政策的主要特征有四个方

面：第一，体现了新发展理念，从观念、意识、措施等

多方面促进农业节水。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十六字”治水思路是新发展理

念在治水领域的集中体现，农业节水政策更加注重

推进理念、制度、技术、模式等创新，利用多种激励机

制激发节水内生动力。 第二，基本建立了最严格水

资源管理制度体系。 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

度，是该阶段农业节水政策最显著的特征。 农业用

水实施水资源红线管理，开展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

灌溉行动，积极推广先进适用节水灌溉技术。 第三，
积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政策强调要实行农业

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合理确定农业水价，并建

立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机制。 第四，深化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创新运行管护机制。 在政

策导向上，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

设与管护，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节水灌溉设施，
采取财政补助等方式鼓励各参与主体购买节水灌溉

设备。
３．节水型社会建设高质量转型发展阶段（２０１７

年至今）
节水型社会建设经过快速发展，节水制度建设

逐步完善，总量强度双控、节水评价等重要制度基本

建立，国家和省级取用水定额体系进一步完善，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加速推进，水权制度和水权交易平台

建设更加完善，节约用水制度框架基本形成。 然而，
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存在较

大差距。 深入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是倒逼产业

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

要求。
如图 １ 所示，为了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２０１７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把农业节水作为方向

性、战略性大事来抓，加快完善国家支持农业节水政

策体系。 自此，农业节水政策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在

国家层面得以明确提出。 ２０１８ 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水利部和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关于加

大力度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的通知》，要求

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作为农业节水工作的“牛鼻

子”来抓，同时要求抓紧制定农业水价调整方案，合
理把握调价幅度和节奏。 ２０１９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

和水利部联合印发的《国家节水行动方案》提出了

农业节水增效行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习近平提出要坚

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

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四水四定”为新时期水

资源保护利用提出了新要求，是“十六字”治水思路

的具体落实，也是水资源承载力的落地方向。 ２０２１
年印发的《“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强调在

农业农村节水重点领域坚持以水定地和推广节水灌

溉。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等七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的意见》，再次强调坚持以水定地，要求统筹考虑水

资源条件和粮食安全。

图 １　 ２０１７ 年以来与农业节水相关的主要政策

　 　 这一阶段，农业节水政策的突出特征表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第一，坚持以水定地。 现阶段农业节水

６２

　 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



政策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坚持以水定地。 以水定地

要求优化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推行适水种植和量

水生产；干旱缺水地区适度减少高耗水作物种植，扩
大低耗水高耐旱作物种植比例，因地制宜推行轮作

休耕；地下水超采地区禁止新增开采难以更新的地

下水用于农业灌溉，已经开采的要加快发展节水农

业、旱作农业，减少地下水超采，逐步实现全面禁采。
第二，促进高效节水灌溉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 在

发展节水农业的方向上，政策聚焦于推进农业节水

设施建设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开展，加快灌区续

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 对于缺水地区，农业节水政

策更加强调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并特别指出加

强用水精细化、智能化管理。 第三，推广第三方节水

服务。 在农业灌溉领域引导和推动合同节水管理，
成为该阶段农业节水政策的新特点。 推广第三方节

水服务的目的是，通过专业化节水服务机构和运行

管理机制，提升农业节水专业化管理水平。 第四，推
行旱作节水灌溉。 除了灌溉节水，发展旱作农业、推
行旱作节水灌溉成为农业节水政策的重要内容，这
就要求大力推广蓄水保墒、集雨补灌等旱作农业节

水技术。

二、新发展阶段农业节水
面临的主要困境

　 　 新发展阶段具有许多新变化、新特点。 在发展

理念上，强调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在方式路径

上，注重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高能源资源利用

效率，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这些新特点，对水资源利

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尽管中国农业节水政策体

系有了基本框架和政策目标，政策实施已取得显著

效果，但实践中农业节水仍然面临一些困境。 这些

困境主要来自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不同主体

的利益目标不够一致、小农户与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衔接不畅，以及智慧灌溉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水平较

低等方面。
１．提高农业水价与促进农民增收之间存在矛盾

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绿

色发展、将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经济运行成本的重要

举措。 近 ４０ 年来，中国农业水价改革取得了明显进

展，但是相对于工业和生活水价，农业水价改革的推

进仍然缓慢。 在大多数情况下，农业水价不能有效

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生态环境成本，低于其边

际价值。 农业水价提高面临突出矛盾：一方面，水资

源短缺，用水者缺乏激励机制，因而急需运用价格杠

杆来引导农民用水行为；另一方面，灌溉需水的价格

弹性低，要达到一定的节水目标，水价提升幅度大，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收入，与提高农民收入的

政策目标不一致。 根据笔者最新调研结果，个别地

方认为，与其他惠农政策都在为农民减负相比，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中对农业用水价格的调整是在加重农

民负担，不仅打击了农民种粮积极性，还存在社会不

稳定风险［２］ 。
为此，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农业用水

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深

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要求在农民可

承受的前提下，把握好水价调整的时度效并健全节

水奖励机制。 尽管以上政策提供了推进农业水价改

革且不影响农民收入的指导意见，但实践中会面临

很多困难。
第一，在用水计量难以普遍实施的情况下，如何

根据节水量对农户节水行为给予补贴面临非常大的

挑战。 第二，从节水补贴资金的来源来看，部分地区

的奖补资金存在缺口，财政资金有限，能筹集多少用

于节水补贴的资金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第三，“一
提一补”模式旨在解决通过提高水价减少灌溉用水

量的同时又不增加农民负担的矛盾，在试点地区取

得了一些成效［３］ ，但在推广中发现还存在机制设计

和执行环节上的障碍和难题。 例如，缺乏财政补贴

资金就难以具有可持续性，补贴力度要达到一定程

度才能体现政策效果，与现行的水权制度有不相容

之处导致资源浪费，执行程序不合理可能导致激励

机制扭曲等［４］ 。
２．水权制度改革与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的结合

尚不够紧密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推动水

权制度建设和水权交易实践，实施了一些水权交易

的示范工程，出台了一些有关水权制度建设和水权

转让的规章制度。 例如，２００５ 年水利部发布《关于

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 和《水权制度建设框架》，
２０１６ 年水利部印发《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统筹

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２０２２ 年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 同时，各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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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推进水权水市场改革，规范明晰用水权，完善

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制度，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水权确权工作仍在试点

中，初始水权的分配仍然不明确，水权确权登记还未

形成规范的、可操作的模式，流域和地方开展的水权

确权登记工作仍处于“粗放式”状态［５－６］ 。 从农业

部门整体来看，农民用水者并没有实质性地拥有水

权，尽管灌溉用水户交易占全国水权交易的比例较

高，但更多表现为用水组织之间的交易，农户参与水

权交易不充分，再加上农业用水计量设施缺乏，进一

步阻碍了农户直接参与水权交易［７］ 。
同时，水权交易的补偿机制、法规制度和技术支

撑等也都不健全。 现有的一些水权交易主要是通过

行政主管部门协调来实现的，市场的调节作用并没

有得到充分体现。 近几年，中国积极推行总量控制

和定额管理政策，但从实地调查来看，总量控制和定

额管理政策尚不完善，与水权制度建设的结合尚不

够紧密，部分定额管理政策尚不能得到贯彻实施；总
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政策与水权制度建立之间的界定

比较模糊。 从国家层面来看，也急需对水权制度建

设、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政策的关联问题做进一步

明确和细化。 重点需要思考以下问题：第一，总量确

定是否意味着初始水权明确？ 如果这样，如何通过

法规来保障这一初始水权？ 第二，总量控制是否意

味着用水户的用水定额和水权也确定下来了？ 如果

这样，是否应该使用统一的概念和政策目标来实施

这些相互关联的政策？ 第三，总量和定额的确定目

前还存在很多技术上的难题，各地的总量究竟多大

才合理？ 这一总量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如何来适时调

节？ 总之，这里面涉及很多实践操作的问题，目前的

政策基本还主要是涉及原则性和宏观面较多。
３．灌区水管单位运行绩效与农业节水存在矛

盾，大中型灌区节水设施重建设、轻管护问题突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以来，灌区水管单位的改革

目标是实现“经济自立”，通过收取水费和开展多种

经营来保障灌区的良性运行。 但从实践来看，大部

分灌区的水费收入都不足以支付职工工资，灌区运

行和维护费用严重匮乏。 另外，因为节水会导致水

费收入的降低，水管单位缺乏节水的积极性。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国家鼓励根据灌区的性质对灌区进行

重新定位，并落实“三定方案”（定员、定岗、定责）和
“两费”（人头费和维修养护经费）政策。 这一政策

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益性灌区部分水管人

员的基本工资，但仍存在过度依靠财政、“两费”落

实不到位的情况［２］ ，运行维护费用仍取决于水费收

入的高低，很难与节水的目标相协调。
另外，与灌区运行密切关联的一个问题是水利

设施重建设、轻管护的问题。 近些年，中国加大了对

水利设施尤其是大中型灌区节水设施的投资力度，
灌区骨干工程的水利设施条件得到了一定改进，但
由于缺乏管护费用的保障，今后的长效运行仍然存

在隐患。 如果运行维护费用主要依靠灌区的水费收

入，那又必然与节水目标相背离。 因而，如何设计合

理的维护费用长效保障机制是今后灌区改革需要关

注的一个重点问题。
４．农田水利管护“最后一公里”没有充分体现农

民的主体地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以农民用水者协会

为主要形式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在解决农田水利

管护“最后一公里”无人管、无钱管等问题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改变了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
将末级渠系的维护运行转移给末端的用水者，即鼓

励农民真正参与，实现农民对农田水利设施的自我

管理、民主管理。 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全国农民用

水者协会数量迅速增加，成了农田水利管护“最后

一公里”的主导形式。
尽管农民用水者协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政

府强力主导、农民参与不足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农民

用水者协会的改革实践中［８］ 。 很多农民用水者协

会无论是管理成员还是管理机制，与原来的村集体

管理都没有显著差异，农民实际上很少参与协会的

决策过程。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缺
乏对用水协会权责和运行机制的准确定位，尤其忽

视了其内部激励机制的构建。 第二，忽视了农民的

态度和需求，在劳动力机会成本不断提高的背景下，
农民是否愿意投身于用水协会的建设也是值得关注

的问题。 第三，农民主体意识不强和自治能力不足，
制约了其主体作用的发挥。 第四，政府过度主导，相
关配套扶持政策落实不够。

５．灌溉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限制高效节水技术

进入小农户

土地流转型规模经营是中国促进农业现代化的

主要策略，但中国农业经营方式仍然以小农户分散

经营为主的格局并未改变［９］ 。 尽管水资源管理部

门多年来促进节水技术采用，但高效节水技术的采

用率还很低，尤其是在农户层面。 小农户土地经营

分散，而高效节水技术的投资高，维护成本高，专用

性较强，农户投资高效节水技术面临较大的投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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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经济上不划算，这导致高效节水技术“挤出”小

农户，限制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进程，也
阻碍了水资源的高效节约利用。 灌溉服务可能是高

效节水技术进入农户的重要渠道，灌溉服务的发展

将高效节水灌溉推向社会化、公司化运营，通过降低

灌溉设施管理成本、节约灌溉用水量，来减轻农户

负担。
很多地区的政府部门积极发展节水农业托管服

务，并出台政策对从事高效节水灌溉托管服务且托

管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优先安排

相关项目，给予资金支持。 然而，灌溉环节的社会化

服务是中国农业全生产链社会化服务发展的短板之

一。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灌溉服务市场的发展还

十分有限。 究其原因，主要是与灌溉环节需要的劳

动力投入有关。 从服务供给方来看，由于人力成本

浮动区间较大，成本不好控制，很多生产环节服务主

体不愿意提供灌溉服务。 从服务需求方来看，灌溉

环节的劳动监督成本较高，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

较大［１０］ 。 因此，外包服务在灌溉环节对家庭劳动

力的“替代效应”难以体现出来［８］ 。 除此之外，灌
溉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还与水利基础设施、灌溉机

械发展水平、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以及水源的可靠性

等有关。
６．智慧灌溉发展短期内受到多重制约

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快速

发展，以节水灌溉为基础的高效灌溉技术开始步入

数字化时代，推广和应用智慧灌溉技术势在必行。
智慧灌溉的核心理念是“精确农业”，旨在通过利用

信息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策略，实现对农田灌溉的智

能化控制，从而达到节水增产的目的。 智慧灌溉不

仅可以解决传统灌溉费时、费力的难题，还能显著降

低人力投入和人工成本，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通
常可节水 ３０％—４０％。

政府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应用和设

施建设，各地因地制宜地探索了基于物联网技术的

数字化高效节水灌溉模式。 江苏、宁夏、河南、陕西、
内蒙古等地积极推进智慧灌溉项目的实施，鼓励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使用智能化灌溉设备，减
少了灌溉环节的劳动力投入，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
多地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智慧灌溉项目相结合，使
智慧灌溉技术成为中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重要

支撑。
然而，实现灌溉全过程智慧化管理在短期内还

受到很多制约，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智慧灌

溉系统应用先进的传感器、控制器、云计算等技术来

实现精准灌溉、实时监测和远程控制等功能，需要投

入大量的研发成本，目前在一些地区和农业企业中，
资金投入不足，制约了智慧灌溉的发展。 第二，智慧

灌溉系统的设备价格相对较高，而且需要一定的更

换和维护成本。 对于小规模经营主体而言，难以承

受使用智慧灌溉系统的成本，因此，许多农民对智慧

灌溉技术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不高，有的甚至存在抵

触心理。 第三，智慧灌溉系统采用高精度环境信息

采集设备、灌溉用水量智能决策、远程或自动控制灌

溉设备以及视频监控设备来实现农林业大田生产的

智能化自动化，技术难度大。 而且，中国各地差异较

大，农田的地形地貌、土壤类型、作物品种等差异对

技术提出了多元化的要求，智慧灌溉技术的适用性

和稳定性是重要挑战。 第四，智慧灌溉系统的安装

和维护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其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普及。

三、应对农业节水困境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新发展阶段农业节水面临的主要困

境，建议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农业节水政

策体系。
１．完善农业水价政策，建立长效节水激励机制，

实现节水与农民增收的双赢目标

第一，农业水价政策改革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能否建立有效的可持续性的国家财政补贴

制度。 中央和地方财政每年都要有一部分专门的水

费补贴资金（可来自中央和地方的节水项目经费），
用于鼓励节水、补贴水费，减轻农业水价提高对农民

收益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财政补贴资金最好以中

央财政为主，地方政府根据自身财力状况给予一定

的配套。 同时，为了发挥补贴资金奖勤罚懒的作用，
政府补贴金额应该和用水总量（或用电总量）实行

反向挂钩。 而且，政府补贴金额应高于农民采取节

水措施的成本及节水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

等效益，让农民通过节水真正获益。 此外，应将这一

补贴制度尽快纳入法制化轨道。 第二，为了让水价

政策的改革达到预期的节水效应，有必要在大规模

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开展系统实证研究，深入了解不

同试点区农业用水的需求价格弹性及预期水价政策

可能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 根据实际研究

的成果，设计出相应的水价提升的合理幅度和适宜

的水费补贴政策的示范方案，并在试点中加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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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进。
２．明晰水的初始使用权分配，建立健全以用水

者为交易主体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水权交易制度

第一，明确总量控制、定额管理政策与水权制度

建立之间的相关关系，尽可能运用统一的概念和术

语来设计相关政策，实现相同的政策目标。 建议基

于水权制度来统一和明晰概念，总量控制是对水权

分配量的总量控制。 按照历史用水量和未来预测用

水量，采用比例水权方式确定各区域和各部门水权，
在比例水权的计算中要考虑各部门最基本的用水需

求，这个基本需求就定义为水权的定额管理部分。
在政策明确的基础上，尽快完成流域内各个行政区

域（如省、市、县、乡镇和村）之间水资源初始使用权

的分配，并将各级行政区域内的初始使用权进一步

细化到用户，明确用水户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实现

使用权的明晰化，并以法律形式在相当长时期内保

持不变。 第二，在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公平

与效率相结合、统筹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原则下，建立健全由用水者为交易主体的水使用

权交易制度，构建水使用权转让的法规和政策体系。
第三，提高水使用权交易的技术支撑能力，建立水资

源技术标准体系，不断推进水资源监测、评价、统计、
用水计量和实时监控等水权制度建设的技术支撑体

系建设。
３．将灌区的人头费和维修养护经费纳入财政预

算，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促使其提高灌溉服务水

平，实现节水目标

第一，将那些主要以灌溉供水为主的灌区水管

单位明确定性为以公益效益为主、兼顾经营效益的

全额事业单位，将“两费”（人头费和维修养护经费）
纳入财政预算，保证单位职工的工资和基本福利问

题，并由财政提供稳定的水利设施维护和大修理资

金。 第二，建立以节约用水和提高水费收取率为目

标的激励机制。 在用水户的参与下，每年由上级管

水部门核定灌区水管单位的节水任务和水费收取情

况，实行浮动工资制度，即将人员工资分为基本工资

和绩效工资两部分，绩效工资的发放要与水利设施

的维护状况、水资源节约达标率、水费收取率和灌溉

供给的保障程度相挂钩，量化在不同来水情况下的

达标指标，制定明确的奖惩制度。 而且，要接受用水

户的监督，让用水户参与对灌区运行绩效的评价，让
管水单位和用水户之间成为制约和反制约的关系。
这样，一方面让水管单位的职工能够安心服务于灌

溉供水，另一方面又激励他们想方设法提高灌溉供

水的服务质量。
４．完善和积极推进用水协会管理机制创新，进

一步加大对末级渠系的投资力度，加快计量设施的

安装使用

第一，进一步完善现有用水协会的管理机制，建
立农民高度参与的和具有节水激励机制的用水协

会，可以将管理者的节水管护绩效与其个人的经济

收益直接挂钩，从而提高用水协会管理者的节水和

管护积极性。 第二，明确用水协会的运行和维修费

用的资金来源渠道、资金额度和使用范围，并规范其

管理，促进用水协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在有条件

的已经明晰了水使用权的地区，开展用水协会制度

创新的试点，即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宏观调控下，不
仅允许用水协会内部成员之间进行水使用权的交

易，而且允许用水协会成员以获得的水使用权入股，
并开展用水协会之间、用水协会与其他部门用水者

之间的水权交易试点工作。 第四，考虑到解决灌溉

“最后一公里”的迫切性和末端渠系的老化失修状

况，应考虑将末端渠系的更新改造投资纳入公共财

政支持的范畴，更新改造以后的运行维护经费由用

水协会负责，从而建立长久的保障机制。 另外，一定

要重视末端渠系计量设施的安装使用问题，如果计

量设施不到位，相关的水价政策和水权制度建设就

难以有效实施。
５．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多种灌溉社会化服务模

式，促进灌溉社会化服务发展

第一，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支持供销合作社、
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服企业、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等多种类型的服务组织，将高效节水灌

溉纳入托管服务范围。 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提供贷

款、补贴等方式，对从事高效节水灌溉托管服务的社

会化服务组织给予扶持。 第二，聚焦小农户和规模

经营主体的多元化需求，探索多种灌溉社会化服务

模式。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探索“规模经营主体＋
农户”“服务主体＋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主

体＋农户”等多种灌溉服务模式。 第三，加大对高效

节水灌溉设备的研发支持力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要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 相关部门要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灌溉环节全面

融合发展，提高灌溉机械的智能化、管理数据化、服
务在线化水平。 第四，加强宣传，引导小农户广泛接

受灌溉环节的社会化服务。 笔者在实际调查中了解

到，农民对灌溉社会化服务的认识不足，认为灌溉服

务难以做到服务质量标准化，存在耽误灌溉、监督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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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耗费人工等问题，从而不愿意将灌溉环节服务外

包，这与对“智慧灌溉” “共享经济”的认识不足有

关。 因此，需要加大宣传和信息传播，带动小农户进

入现代化农业发展轨道。
６．多措并举推动智慧灌溉发展

第一，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智慧灌溉的融合

发展，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改造过程中，同步改造农

田灌溉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喷灌、微灌、滴灌、管灌

等高效节水灌溉模式占比，同时进行数字化、智能化

提档升级，强化数字赋能。 第二，抓好中型灌区续建

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和大型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
强化智慧赋能，建设农业用水在线监测管理系统，集
成水量传输、水位监测、视频监控、远程控制等功能，
通过电脑或者手机等终端设备对灌溉设施进行远程

监测与控制，随时掌握其运行和管理状况。 第三，运
用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建立数字灌溉平台，实现灌

溉设备的远程监控和管理，并实时收集和分析灌溉

数据，为农民提供更加精准的灌溉建议和管理方案。
第四，加强农民和技术人员的培训，提高农民的数字

技术应用能力和信息化素养，帮助他们了解并接纳

智慧灌溉这一现代化理念。 第五，构建政府、科研机

构和企业的合作机制，加大对智能灌溉技术的研发

和推广力度，促进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成本的降低，使

智慧灌溉技术能够应用于各类规模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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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背景下农业节水的政策演进、发展困境及破解对策



粮食安全视角下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演进、
现实困境与治理对策

穆月英　 　 王镜淳

　　摘　要：粮食安全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然要求，农田灌溉系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二者在乡村社会的交

织，体现为农田灌溉系统的多重属性。 以“物质－技术－制度”的多重属性为理论基础，探究农田灌溉系统的对粮食

安全的作用机制，明确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演进和现实困境的本质，对于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治理有效具

有重要意义。 我国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演进体现在“数量－质量－生态”物质属性功能的渐进发展、“水－能－粮耦

合”技术属性功能的体系建构、“多元参与”制度属性功能的建设格局，现实困境表现为气候变化引致的设施脆弱性

困境、“大国小农”引致的技术推广困境、主体缺位和机制失灵引发的管护困境。 为此，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必须以综合可持续为目标建设农田灌溉设施，以产权和价格机制为杠杆提升农田灌溉系统市场化供给水平，以协

同治理为抓手加强农田灌溉系统管护，从而促进农田灌溉系统的效能发挥。
关键词：粮食安全；农田灌溉系统；“物质－技术－制度”属性；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３２－０９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水土资源的“硬”约束

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最大瓶颈。 中国自然因素决定的

降水时空不均衡、水旱灾害频发以及“水在南方、地
在北方”水土资源组合失衡的特点［１］ ，使得灌溉对

我国粮食生产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先行引领效应逐

步放大。 １９７８—２０２２ 年我国粮食产量由 ３０４７６．５ 万

吨增长到 ６８６５２．８ 万吨，耕地灌溉面积也由４４９６．５万
公顷增加到 ７０３５．９ 万公顷。 粮食产量和耕地灌溉

面积的双增长凸显了灌溉之于粮食生产的重要意

义，也预示着粮食安全赋予了农田灌溉系统新的内

涵和延展空间。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推
进重点水源、灌区、蓄滞洪区建设和现代化改造，实
施水库除险加固和中小河流治理、中小型水库建设

等工程，加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护。 实践

中农田灌溉系统的发展是实现粮食生产水土时空匹

配的关键，不仅改善了水资源与粮食作物生育期、种
植规模的时空匹配条件，打通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最后一公里”，更夯实了粮食稳产增收的根基。
农田灌溉系统是农田基础设施补短板的重中之

重，地方政府建设大型水利骨干工程，水利部门负责

运行，村集体参与末级渠系管护［２］ 。 本文所述的农

田灌溉系统是具有灌溉和排涝两种功能，为农业经

营主体提供农田灌溉服务的多主体参与建设、运营、
管护的水利基础设施。 作为中国乡村社会最具有代

表性的公共池塘资源，农田灌溉系统既具有农业基

础设施的共性特征，又因其所处空间的复杂性具有

独特性质。 已有研究将农田灌溉系统视为农业物质

基础设施的先行社会资本， 认为农田灌溉设施与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粮食生产的水资源时空匹配及优化路径研究”（１８ＺＤＡ０７４）。
作者简介：穆月英，女，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王镜淳，女，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博士生（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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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劳动、资本等生产投入要素一样具有生产效应，
通过改变要素投入结构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全

要素生产率［３］ 。 灌溉的发展提升了粮食生产力，也
影响了水资源对生态系统的支撑功能［４］ ，一旦超过

水资源承载力的阈值，将威胁灌溉地区粮食生产的

可持续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是实现水资源合理

配置、提升粮食生产用水效率的必然选择［５］ 。 在此

阶段，农田灌溉系统既具有基础设施的物质属性，又
具备节约资源的技术集成属性［６］ ，已不再是一个单

纯的市场和国家力量问题，而是农民行动者与其所

处的乡村空间的情境交互过程，共同构成了农田灌

溉系统治理制度变迁、集体行动的结构性框架。
现代农业的发展对农田机械化、智能化、集约化

的要求越来越高，异质性农户对农田灌溉系统的需

求差异越来越大，以血缘地缘关系和共同劳动记忆

为纽带的乡村共同体式微［７］ ，共同导致了农田灌溉

系统投资不足、效率低下与管护失位的现象并存，多
重属性在不同时空层面的交织给农田灌溉高质量发

展带来了新挑战。 而已有文献并未从多学科交叉视

角进行农田灌溉系统多重属性的理论分析，对农田

灌溉系统的演进特点及其现实困境也缺少必要的探

讨。 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当前农田灌溉系统多重

属性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其背后体现了什么样的理

论和现实依据？ 长期看，我国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

演进特点和现实困境如何？ 具体原因何在？ 需要何

种治理对策实现农田灌溉系统高质量发展？ 厘清这

些问题，对于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强国建

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粮食安全视角下农田灌溉
系统的理论分析

　 　 农田灌溉系统与我国水土情况相匹配，由物质

设施与流动的水资源构成，物质设施必须建设在农

地之上并有完善的配套系统，水资源流动又涉及自

然资源产权的归属问题，农业组织模式和农地产权

制度变迁也重塑了农田灌溉系统的结构［８］ ，水资源

和其他要素的耦合性蕴含在农田灌溉系统之中。 粮

食生产水资源兼具自然和经济特征，既直接参与粮

食生产过程，组成了农产品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转化

基础，又通过制度安排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

环节，间接参与粮食的生产过程。 农田灌溉系统的

“物质－技术－制度”属性正是分析如何在粮食安全

的前提下实现灌溉水经济再生产和乡村高效治理的

理论基础。
１．农田灌溉系统的多重属性

农田灌溉系统具有“物质－技术－制度”三重属

性。 农田灌溉系统的物质属性表现为设施价值与使

用价值、主体供给意愿和供给能力的统一。 农田灌

溉设施具有灌溉和排涝等改善粮食生产条件的使用

价值，而使用价值反映了设施产权承包交易的可及

性。 农田灌溉系统的主体必须具备投资意愿和投资

能力才能供给一定数量的农田灌溉设施。
农田灌溉系统的技术属性亦即技术衍生于物质

设施上的高效供给，体现了农田灌溉系统功能和体

系建构的扩展，在系统内部强调考虑用水效率，系统

之外考虑灌溉与相关联的子系统以“技术包”形式

构成完整的粮食生产体系，如水肥一体化、农田生态

退水处理系统等。
农田灌溉系统的制度属性体现在农户对设施的

管护行为，即将农田灌溉系统置于乡村社会的视野

之中，认为农户个体理性的强化与集体理性的弱化

共同造成了灌溉系统管护困境［９］ ，因而良好的合作

制度成为破解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困境的关键方案。
村庄非正式制度如社会规范、信念等在某种意义上

承担着超越差序格局、解决公私关系与合作的功

能［１０］ ，进一步甚至可能演化为正式制度的范本。
只有合作过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良好互动才

能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农田灌溉系统的健康发展。
２．农田灌溉系统对粮食安全的作用机制

以上述分析为前提，建立包含农田灌溉系统要

素的粮食生产函数。 在农田灌溉系统建设的初级阶

段，粮食生产（Ｑ１）与农田灌溉系统的关系并不紧

密。 粮食生产水资源投入量（Ｗａｔｅｒ１）、灌溉设施生

产资本投入 （ Ｃａｐｉｔａｌ１ ）、水土不匹配的低效土地

（Ｌａｎｄ１）和低知识水平的农村劳动力（Ｌａｂｏｒ１）参与

粮食生产（Ｑ１），这些要素构成了农田灌溉系统物质

属性功能发挥的基础。 以灌溉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农

业技术（Ａ１）较少融入粮食生产之中，因此将该时期

的技术水平视为外生变量。 灌溉的制度属性尚未完

全建立，制度并不作为要素投入直接影响粮食生产

函数，在既有的制度路径依赖下难以对粮食生产产

生根本性的影响，此时农田灌溉系统是低质低效的：
Ｑ１ ＝ ｆ１［Ｌａｂｏｒ１， Ｃａｐｉｔａｌ１， Ｌａｎｄ１， Ｗａｔｅｒ１， Ａ１］
农田灌溉系统引致粮食生产函数变化可归因于

三个方面，即农田灌溉系统物质属性的强化、农田灌

溉系统的技术属性亦即技术衍生于物质设施上的高

效供给、农田灌溉系统制度属性的重组和超越。 进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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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农田灌溉系统是水资源利用和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显著区别于依靠大

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水资源和能源的发展方式，体
现在物质属性、技术属性和制度属性的互动不断加

深上。 粮食生产劳动力为技能水平更高的农户（Ｌａ⁃
ｂｏｒ２），他们更容易掌握现代农业技术，更有意愿和

能力进行农田灌溉系统的投资（Ｃａｐｉｔａｌ２）与管护合

作，又引入了部分社会资本和贷款融资（ｋ３）参与投

资建设。 农业用水总量控制使得灌溉系统水资源供

给量（Ｗａｔｅｒ２）由“保供”转变为“供需平衡”，资源分

配更加合理。 将粮食生产绿色发展水平（Ｅ２）作为

生态环境要素加入生产函数（Ｑ２）中。 在技术层面，
技术是一个引进—追赶—自主创新的过程，在更高

的技术配套水平（Ａ２），农田灌溉系统中参与粮食生

产的要素规模和生产效率发生了深刻变化。 乡村的

非正式制度虽逐步消亡，正式制度在弱非正式制度

的约束下发生了内部的重组和变迁，将原本冗余的

无效投入整合为高质的有效供给，制度属性强功能

的发挥产生了新要素，产生有效供给的函数 ｇ２：

Ｑ２ ＝ ｆ２［Ｌａｂｏｒ′２－Ｌａｂｏｒ′２， Ｃａｐｉｔａｌ′２＋ｋ２－Ｃａｐｉｔａｌ′２，
Ｌａｎｄ′２－Ｌａｎｄ′２， Ｗａｔｅｒ′２ －Ｗａｔｅｒ′２）， Ｅ２ －Ｅ′２］ ＋ｇ２（Ａ２

［Ｌａｂｏｒ′２， Ｃａｐｉｔａｌ′２， Ｌａｎｄ′２， Ｗａｔｅｒ′２， Ｅ′２］）
由此可见，农田灌溉系统已超越了实体结构的

物理设施边界，依靠非实体的制度供给等柔性边界

延伸，紧密地根植于乡村社会体系中。 农田灌溉系

统以实体或非实体的结构内嵌于不同的场域之中，
作用范围和效果随时空动态变化而不断演化，因而

具备了“物质－技术－制度”等多重属性。 若处于初

级阶段和高质量阶段的中间形态，农田灌溉系统可

能呈现出多重属性的不完全兼容，某种属性的发展

超过或迟滞于其他属性的有效作用范围变化，外部

冲击和内部结构的适应性较差，将导致农田灌溉系

统出现功能演进和现实困境并存的“物质－技术－制
度”属性弱兼容状态。 粮食安全视角要求保证粮食

稳产增产，此背景下农田灌溉系统的研究框架需要

着重分析现阶段的功能演进、现实困境，通过一系列

治理对策达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标准要求，达到

“物质－技术－制度”属性融合发展的状态（见图 １）。

图 １　 农田灌溉系统对粮食安全的作用机制分析

二、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演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

粮食安全观，明确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十六字治水思路。 农田灌溉系

统已与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功
能向持续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转变。 粮食安全视角下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不断丰

富拓展，其演化规律可从“物质－技术－制度”属性三

个角度进行概括。
１．“数量 －质量 －生态”物质属性功能的渐进

发展

随着对水资源安全认知的深化，农田灌溉系统

的物质属性功能体现为水量输送充足、水质达标供

应、生态美学价值“三维”功能的渐进发展，即从改

变灌溉设施内部结构的角度实现农田灌溉系统功能

发展。
以水资源短缺为背景参照，水资源自然和供给

稀缺性增强以及非农用水需求日益增长使得灌溉水

的短缺逐步加重，形成“水量型缺水”。 粮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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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型缺水”的成因不仅有自然禀赋导致的存量

不足，也有地下水地表水利用的结构性不足，还同时

存在着其他产业挤占农业用水、畜牧业挤占种植业

用水以及主粮与非主粮内部争水导致的流量不

足［１，１１］ 。 ２０２２ 年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４３ 提升到 ０．５７，２０２２ 年河北、吉林、黑
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粮食主产区更是达到了 ０．６
以上的高效利用水平①，水资源短缺背景下提高用

水效率成为农田灌溉系统发展的新方向。 一方面，
农田灌溉系统的建设保障了粮食生产供用水量，地
下水供水量转向持续减少态势，地表水源的供水量

较为稳定，农业用水量近年来稳定在 ３６００ 亿立方

米，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１５ 立方

米降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３６４ 立方米，下降了 １２．３ 个百分

点②，粮食生产供用水结构更加合理高效。 另一方

面，农田灌溉系统减少了灌溉水的无效损失，形成了

东北地区节水增粮、华北黄淮海地区节水压采、西北

地区节水增效、南方地区节水减排的格局。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 年我国节水灌溉面积从 １６３８．８９ 万公顷增长到

３７７９．６０ 万公顷，占灌溉面积的比重由２７．６２％上升

到 ４９．９４％，微灌、喷灌、低压管灌等现代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也迅速增长。
面源污染物经农田排水、地表径流、地下渗漏等

方式进入水体导致稀释水量增加，造成“水质型缺

水”。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７ 年种

植业氨氮、总氮、总磷排放（流失）量分别为 ８．３０ 万

吨、７１．９５ 万吨和 ７．６２ 万吨，分别占水污染物排放总

量的 ８．６％、２３．７％和 ２４．２％，较 ２００７ 年大幅下降③。
２０２２ 年，我国地表水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

为 ８７．９％，Ⅳ－Ⅴ类断面比例为 １１．４％，劣Ⅴ类断面

比例为 ０．７％，优良断面比例不断增大④。 ２０２３ 年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９７．８％⑤，
共认定了 ４０８ 个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⑥。 总

体上看，中国的水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农业污染源治

理成效显著，农田灌溉水质的改善有力提升了生产

端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农田灌溉系统按照作用类型可划分为取水景

观、排水景观、田间灌溉景观等地表景物，以及因设

施建构而形成的水域、陆域景观［１２］ 。 农田灌溉系

统静态的物质实体和静态动态的水资源构成了乡村

社会特有的生态美学和人文价值。 党的十九大提出

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党的二十大

报告进 一 步 强 调 “ 建 设 宜 居 宜 业 和 美 乡 村 ”。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 年我国累计在 １６７ 个县（市、区）开展水

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或水系连通及水

美乡村建设试点）并给予 １７７ 亿元的中央资金支

持，前三批 １２７ 个试点县（市、区）通过水系连通及

水美乡村建设，已治理河流长度 ７０００ 余公里，治理

农村湖泊塘坝 １５２９ 个，防洪除涝受益面积 １．６ 万平

方公里，水源涵养或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积 ２７６０ 平

方公里，补充生态水量 ８．４９ 亿立方米［１３］ 。
２．“水－能－粮耦合”技术属性功能的体系建构

农田灌溉系统功能体系建构随着对水资源、能
源、粮食生产系统的认知不断发展，系统之间进行着

物质流的交换，以期在不牺牲子系统发展的基础上

用最低的水－能源投入，实现空间区域最大的粮食

产量和收入［１４］ 。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三者

间的制约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农田灌溉系统正是实

现“水－能－粮”耦合的桥梁［１５］ 。 农田水循环支持

了粮食系统生产布局即种植结构和种植面积的调

整［１６］ ，农业部门的碳排放则来自灌溉和农业生产

中的能源消费，过程中会存在产业结构效应和能源

结构效应，农田灌溉系统形成了以水资源节约集约

利用为导向的“水－能－粮”耦合体系框架（见图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我国灌溉碳排放一直呈现持续增长

的态势，相关学者预测在生态和经济协同发展情景

下，２０３０ 年灌溉碳排放可以实现达峰［１７］ 。 因此，农
田灌溉系统“水－能－粮”耦合是技术属性内涵的扩

充和延展，从多系统耦合的体系建构实现农田灌溉

系统的新的更高的稳态。
提水灌溉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能

源消耗量因水源和灌溉方式而异，依靠地表水重力

灌溉比地下水提水灌溉消耗的电能更少，因而提高

节水和节能的协同效益存在巨大潜力［１８］ 。 《华北

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指出：“增加地

表水和外调水供水是治理地下水超采的有效措施，
要加强水源置换工程。”“强力关停城镇自备井和农

灌井。”高标准农田也是促进“水－能－粮”耦合的关

键，《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０ 年）》
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１０．７５ 亿亩，
并改造提升 １．０５ 亿亩已建的高标准农田，到 ２０３０
年建成高标准农田 １２ 亿亩，改造提升 ２．８ 亿亩。 农

业农村部数据显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比非项目区

的机械化水平提高 １５％—２０％，节电达到 ３０％以上，
节药约达到 １９％，节肥约达到 １３％，亩均粮食产能

一般增加 １０％—２０％，亩均节本增效约 ５００ 元，有力

支撑了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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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农田灌溉系统“水－能－粮”耦合体系框架

　 　 ３．“多元参与”制度属性功能的建设格局

“多元参与”的功能建设格局反映了合作成为

破解农田灌溉系统治理困境的关键，非正式制度在

某种意义上承担着超越差序格局、解决公私关系与

合作的功能［１０］ ，能将原本冗余的无效投入整合为

新质生产力。 ２００９ 年中央财政设立小农水专项资

金，要求各级财政坚持以“政府引导、民办公助、以
奖代补”等方式逐步建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多

元化投入机制，试图应对村社灌溉单元逐步解体的

现象，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成为大中型水利设施的替

代方案［１９］ 。 社会资本是农田灌溉设施资金的有益

补充，２０１８ 年水利部印发的《深化农田水利改革的

指导意见》提出了鼓励社会资本建设运营农田水利

工程的具体形式，明确要求创新农田水利多元化投

融资机制。 ２０２２ 年农业农村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

的《关于扩大当前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工

作方案》指出，鼓励符合条件的相关市场主体参与

承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推行政府投资与金融信贷

投贷联动，鼓励社会资本合作建设运营农业农村基

础设施项目，建立稳定多元的贷款偿还渠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２ 年我国当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由

３０８６ 亿元快速增长到 １０８９３．２ 亿元，中央政府投资

规模占比有所下降，由中央政府引导的功能建设格

局正在形成。 地方政府作为农田水利投资主体的中

间层次需要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２０］ 。 同期地方政

府的投资金额和占比不断增加，在 ２０１４ 年后超越中

央政府成为我国当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占比最高的

主体。 同时，企业和私人投资由 ７４． ９ 亿元增长到

１０６５．５ 亿元，国内贷款和债券的投资额占比也不断

提高。 我国水利建设投资逐步由财政主导模式转变

为“财政支持，多元主体参与”模式。 从建设成效来

看，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以及水旱灾受灾面积呈现

波动下降的趋势，农作物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

积的比重由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６％降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７％左右，
近年来稳定在 １０％的水平区间⑧。 以农田灌溉系统

为代表的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粮食生产水资源供给能力大幅提升，农田水利工程

建设的资金支持不断增强，综合效益逐步显现。

三、农田灌溉系统的现实困境

农田灌溉系统的功能不断演进，但自然经济社

会系统内外部的冲击也使其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诸

多困境。 物质设施脆弱性困境、技术推广困境和管

护困境是“物质－技术－制度”属性弱兼容状态下的

综合表现，是农田灌溉系统在气候变化、“大国小

农”、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内外部冲击下适应性不足

的体现。
１．气候变化引致的设施脆弱性困境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我国区域性极端强降

水、大范围极端高温热浪、复合型气象灾害等事件数

量多，强度大，范围广，对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构成

了严重威胁。 ２０２２ 年长江流域发生历史罕见夏秋

冬连旱，中旱以上日数 ７７ 天，为 １９６１ 年以来历史同

期最多［２１］ 。 ２０２３ 年河南等地持续连阴雨给夏收带

来不利影响，海河流域性特大洪水和松辽流域严重

汛情启用了多个蓄滞洪区，部分地区农田受淹，基础

设施损毁严重。 外生冲击考验着农田灌溉系统多重

属性的稳定性和兼容度，最终体现在物质属性的设

施供给脆弱性中。
根据笔者 ２０２３ 年在河南省南部的调研，受“烂

场雨”影响，小麦收获时间比往年平均推迟约 ５ 天，
较上年同期减产约 ３０％，品质较低的霉变小麦收购

价为每市斤 ０．８—０．９ 元，农田排水设施紧缺和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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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渠不畅是造成农田积水、收获窗口期滞后的重要

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在旱涝灾害频发的气候变化

背景下，农田灌溉设施的脆弱性将持续广泛存在。
农户对灌溉设施建设的必要性感知和适应性行为是

气候长期冲击的结果，往往滞后于极端气候事件的

发生，因此农田灌溉系统存在着设施供给滞后于实

际需求的脆弱性困境。 从空间结构来看，农田灌溉

设施建设导向多重灌溉轻排水，尤其是南方水稻种

植区排涝标准仍然较低，北方地区忽视排水设施的

改善，农田灌溉系统的排水功能表现为空间错配，气
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使农田灌溉系统存在设施建设导

向单一的脆弱性困境。 从时间变化来看，粮食生产

高度依赖灾害期区域流域的水资源量，农田灌溉系

统如何在旱涝灾害期合理调配水量，对平衡城乡、区
域和产业间的需求至关重要，因此农田灌溉系统还

存在设施供水时间配置不合理的脆弱性困境。
２．“大国小农”引致的技术推广困境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具体表现

为小农数量庞大和农户分化。 “大国小农”的结构

增加了农业治理的难度［２２］ ，技术推广与实际粮食

生产脱节的情况屡见不鲜。 节水技术推广不仅要靠

自身技术创新，更取决于农户基于成本收益的行为

响应。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农户结合自身对节水灌

溉技术的价值认知选择灌溉方式［２３］ 。 从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来看，一方面，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区多位于

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农业大县，县级财政没有持续

的资金渠道用于补贴和奖励，资金缺口较大。 若仅

依靠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核算到农户的补贴金额

太少，起不到良好的激励效果。 另一方面，粮食生产

成本增速持续高于产值增速，农户种粮收益空间不

断被压缩［２４］ 。 若灌溉水价设计不合理，势必会直

接抬高小农户的种粮成本，影响种粮积极性，进而给

粮食安全带来风险。 同时，农户的节水意识薄弱也

与灌溉计量水费支付方式有关。 ２０２３ 年笔者对冀

鲁豫三省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８１．９％的农户按用

电量支付水费，７． ４％的农户按面积支付水费，仅
５．４％的农户按用水量支付灌溉水费，整体灌溉水价

偏低。 “以电折水”或“按亩收费”的计量方式弱化

了小农户对真实灌溉水量的感知，而小农户对已有

非正式农业用水制度也有一定的路径依赖［２５］ ，其
心理参照点水价等于零或小于实际水价［２６］ ，依靠

现阶段水价改革来提升节水技术采纳水平存在着小

农户积极性不高的风险。
此外，小农户仍是农田灌溉系统节水技术推广

的着力点，但小农户单独投资的形式使得采纳节水

灌溉设施的资金门槛较高，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很可

能天然地会将部分小农户排挤在外。 而且，节水技

术的推广也受到地块总体规模和地块布局的影响，
节水技术非无限可分性的特点需要一定的耕地规模

才能达到高灌溉用水效率［２７］ 。 灌溉机械的流量、
喷洒宽度都有合理区间，农户地块过小会使多余的

灌溉用水进入相邻农户的地块，农户高度分散的耕

地也使节水技术的推广并非一家一户的内部决策，
需要考虑相邻地块以及村集体其他农户的意愿。

３．主体缺位和机制失灵引发的管护困境

农田灌溉系统对土地制度、产权体制、利益主体

有明显的依赖性［２８］ 。 我国农田灌溉系统管护模式

逐步由政府、集体的单极带动转变为制度先行、政府

主导、市场化供给和农户参与的多元协同模式（见
表 １）。

表 １　 我国农田灌溉系统的治理历程

划分阶段 治理特征 资金来源 土地政策调整 利益主体

设施建设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 国家主导的计划供给 集权化“统收统支” 人民公社化运动、集体

经营
政府、生产队（公社、村集体）、
农户

快速发展阶段
（１９７９—２００３ 年）

村干部包干到村委“三提
五统” “共同生产费”“两工制” 双层经营体制

政府、国际援助机构、村集体、
农户

艰难转型阶段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

用水户协会以 “一事一
议”自主治理

农村税费改革、政府专项
补助资金

家庭经营为主；限制土
地流转

政府、国际援助机构、村集体、
用水户协会、企业、设施承包
户、用水户

高质量发展阶段
（２０１２ 年至今） 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协同

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社
会主体融资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政府、村集体、用水户协会、新
型经营主体

　 　 农田灌溉系统的管护困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

面：第一，国家力量的退出导致农村基层治理和农户

集体行动陷入困境［９］ ，乡村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共同

生产的记忆逐步弱化，极易引发村庄灌溉秩序的纠

纷和搭便车行为，建设投资滞后甚至数量不足。 第

二，水权水价制度改革跟不上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
农田灌溉系统作为长期投资表现出强烈的规模经

济、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征［２９］ 。 农地产权制度变

迁导致农民个体经济理性强化、村庄基层组织公共

事务管理功能弱化和农地细碎化［８］ ，增加了农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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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协商成本和监督管理成本。 通过农户间自发联合

如用水户协会等组织解决灌溉系统问题的难度极

大，我国仍在试点探索灌溉水权交易和农业综合水

价改革。 第三，大部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缺少统一

规划，导致建设布局不科学、施工不规范、竣工验收

不严格等供给质量问题突出，造成了耕地灌溉面积

的波动（见图 ３）。 小型灌溉系统难以与中大型骨干

工程融合衔接，又切割了原有的水利系统，导致区域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第四，理顺多主体间的关系、保

障农田灌溉系统持续运行的收益分配机制尚不完

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社会资本和小农户之间存

在利益和风险分配不均的现象，降低了小农户参与

农田灌溉系统供给的积极性，导致农田水利工程和

大中型灌溉区斗渠以下灌溉系统存在有人用、没人

管，设备衰败等问题［３０］ 。 我国农田灌溉设施的效

益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地矛盾依然较为突

出，农田灌溉系统主体缺位和机制失灵引发的管护

困境依然存在。

图 ３　 ２００３—２０２１ 年我国耕地灌溉面积增减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１９８９—２０２２ 年）。

四、农田灌溉系统高质量
发展的治理对策

　 　 农田灌溉系统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周期的过

程，是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的工程，需要建立并完善

富有弹性的设施建设机制、市场化供给机制和合意

的管护机制等，需要明确目标导向，加强协同治理，
实现“物质－技术－制度”三重属性的融合发展。

１．建立以综合可持续为目标的农田灌溉设施建

设机制

第一，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的适应性过程，要将

农业防灾减灾思维融入农田灌溉设施的建设规划

中，同等重视排水等其他功能的发挥，制定科学的水

资源配置方案，以应对极端气候事件的冲击，实现粮

食稳产的目标。 第二，以提高粮食生产率和产量为

出发点，积极发展节水灌溉技术，从农艺、工程、生
物、管理四个层次相配合的角度规划建设节水型农

田灌溉系统。 在实施过程中，要遵循先试点再推广

的渐进原则，充分考虑土地经营权放活、新型经营主

体出现和灌溉设施非无限可分性的特点，因地制宜

发展多种形式的建设模式，以提高其与土地制度、农

业经营方式的适用性，科学选用灌溉设施机械进行

粮食生产作业。 第三，重点关注农田化学品对水资

源的污染，从农田灌溉系统水肥高效利用和污水净

化设施的角度，尽可能减少其对粮食质量安全的不

利影响，并对农田灌溉设施供水的水质进行监测，从
农田进水和退水的水质多维角度保证灌溉水的绿色

高效利用。 第四，将农田灌溉系统适应性地融入村

庄景观规划中，融入实用价值和生态美学价值，并作

为吸纳劳动力、带动当地乡村旅游、生态康养等第三

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准备，发挥其社会效益。
２．以产权和价格机制为杠杆提升农田灌溉系统

市场化供给水平

第一，产权制度和资金门槛是阻滞农田灌溉系

统技术推广的症结所在。 农田灌溉设施市场化供给

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改革的主导方向，农户

个体理性强化和集体理性的弱化使得农田灌溉系统

需要通过产权移交的形式转移给农户或村集体、用
水户协会等，但过于分散的农田水利产权制度安排

难以支撑现代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需要将农地经营

权和农田灌溉设施的产权进行捆绑，通过水权交易

和水价综合改革打破农田水利产权不可完全分割的

藩篱。 对于集体所有的排灌泵站、水塘、水坝等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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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强的灌溉设施，可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产

承包给市场主体进行运营管护，市场主体享有设施

使用价值的收益权。 对于零散分布的农户自建农田

灌溉设施，可通过土地流转配合农田水利产权打包

流转给新型经营主体，新型经营主体拥有设施的使

用权和管理权；未流转土地的小农户则可通过节水

灌溉托管服务、产业联盟等市场化方式联合使用农

田灌溉设施，衔接现代农业发展。 对于市场主体建

设的灌溉设施，按照“谁投资、谁所有”的原则明晰

设施所有权、使用权。 第二，水权水价改革能够为农

田灌溉系统市场化供给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要持

续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因地制宜确定价格标准、
收缴方式等，逐步转向用水量计价模式，使农业灌溉

定价机制规范化、科学化。 市场化供给配合水权水

价改革更有助于降低农地细碎化引致的节水技术推

广风险，从设施成本、体制机制两个层面促进粮食生

产用水效率的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提升市场化供

给水平不代表政府对农田灌溉系统的投资减少，政
府要在农田灌溉系统市场化供给的过程中充当好引

导者、投资者、监督者的角色，并给予相应的市场化

主体以政策性补贴，激发其创造力和积极性。
３．以协同治理为抓手加强农田灌溉系统管护

现阶段农田灌溉系统的管护主体主要分为两

类，以地下水井灌区为例，农户个人私有的机井由个

人进行维修和管护；用水小组或村集体所有的机井

主要由管水员或电工进行电费的收缴、日常维护，灌
溉设施管护状况较差。 政府或某一管护主体的“极
化”都绝非提升农田灌溉系统管护水平、解决公地

悲剧的良策，需要构建政府、农户、市场三方力量共

同介入、协同治理的组织结构。
第一，政府加大对农田灌溉系统的投入。 无论

是特定的资金注入还是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等的政

策组合，都要避免强制干预和行政介入。 农田灌溉

系统治理要由单纯的目标导向供给转为“自下而

上”的自我扶持式发展，给予地方政府和农户一定

限度的自主性，对不同地区选择的行政型、市场型政

策工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实现管护供给和需求的量

质匹配。 同时，要加强部门的协调能力，避免陷入

“九龙治水”的多头管理陷阱。 第二，积极发展农民

水利合作组织。 要明确农民水利合作组织资产实体

的法律界定和收益权边界，也要以农民自身形成的

非正式制度为基础发展出一套有效规则与规章制

度，突出农民水利合作组织的社区性特点。 发挥农

民水利合作组织作为连接上级供水单位和小农户的

纽带作用，减轻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灌溉服务的压

力，将分散的用水农户组织起来参与农田灌溉系统

管护，弥补村庄基层公共管理功能的不足。 同时，可
将农民水利合作组织作为节水技术推广的组织机

构，引导小农户联合参与灌溉设施的应用，形成高水

效的粮食生产体系。 第三，建立有效的利益分享和

政策补贴机制。 积极通过 ＰＰＰ 等形式吸引市场主

体参与建设和管护农田灌溉设施，适当给予补贴激

励，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吸纳原土地承包户，农户通过

股份分红或打包转让灌溉设施的方式获得收益。 第

四，培育农户合作理性。 重视非正式制度对激发农

户积极性的带动作用，发挥“新乡贤”等乡村精英的

示范作用，将合意的农田灌溉管护行为视为乡村美

德，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之中，增强农户灌溉管

护的主动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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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资源有效利用视角下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优化研究

沈　 辰　 　 王　 欢

　　摘　要：多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取得巨大成就，然而随着粮食生产格局的演变，我国水－土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威胁到长期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 从我国资源条件来看，粮食生产面临着耕地数量不足、质量不高，水－土资源在

“非农化”“非粮化”趋势中不断被挤占，水－土资源分布不均存在时空错配等资源刚性约束，而粮食生产布局演变

又进一步激化了粮食生产水－土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 为此，发挥资源利用的比较优势，合理布局粮食生

产，提高水－土资源有效利用水平，是保障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水－土资源；资源有效利用；粮食生产；区域布局优化

中图分类号：Ｘ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４１－０７

　 　 “农为邦本，食为政首。”粮食安全问题一直以

来受到党和国家政策高度关注。 多年来，在政策扶

持、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大幅提

升。 ２０２３ 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 １３９０８．２ 亿斤，实现

了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的“二十连丰”，粮食产量连续 ９
年稳定在 １．３ 万亿斤以上，创造了以世界 ７％的耕地

和 ６％的水资源养活世界 ２２％人口的“中国奇迹”。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国内资源承载力逼近上

限，农业生产依赖的水资源与耕地资源约束不断收

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 水资源、耕地资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根本所在，水－土资源有效利用是提升粮食综合保

障能力的关键所在。
当前我国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利用方面最突

出、最亟待解决的矛盾在于粮食生产格局深化下水

－土资源供给与粮食生产需求之间时空不匹配［１］ 。
已有研究围绕粮食生产区域布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展开了深入探讨，认为过去 ２０ 年的粮食生产区域变

动主要是在生产成本和市场相对收益的推动下，呈
现出三大主粮加速向具备比较优势的地区聚

集［２－３］ ，这在促进粮食生产规模化与专业化的同

时，也导致了全国粮食生产水－土资源供给与需求

的匹配状态持续恶化［４］ ，使得生态安全压力增大，
并威胁到长期粮食安全［５］ 。 据此，有学者分别基于

水资源与耕地资源资源禀赋，针对我国粮食生产区

域布局的优化做出探讨［６－７］ ，认为水资源、耕地资

源与粮食生产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８］ ，三者

的协调匹配是推动粮食生产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础［９］ 。 但已有研究却鲜有从水－土资源综合

考量出发对粮食生产区域布局优化展开讨论。
基于此，梳理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水－土资源

约束和厘清粮食生产布局演化及资源利用特征，分
析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利用的区域比较优势和粮食

生产区域布局调整面临的挑战，并探讨新时期粮食

生产布局优化的可能思路，对于兼顾我国粮食安全

和生态安全、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１－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粮食生产的水资源时空匹配及优化路径研究”（１８ＺＤＡ０７４）；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粮食和生态‘双安全’下农户响应与政策优化研究”（２２ＣＪＹ０４１）。
作者简介：沈辰，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王欢，女，通讯作者，北京工商大学经济

学院讲师（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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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粮食生产面临的水－土资源约束

从我国水－土资源禀赋来看，耕地资源数量不

足、质量不高导致的耕地约束趋紧，水资源“非农

化”“非粮化”导致的粮食生产用水空间不断压缩，
以及水－土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错配，共同构成

了我国粮食生产的三重水－土资源约束。
１．粮食生产耕地约束趋紧

我国幅员辽阔，国土总面积位居世界第三，然而

能够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源十分有限。 首先，粮
食生产耕地资源总量不足。 我国土地总体山地多、
平地少，受地形特征限制，全国人口的 ９４％左右集

中居住在胡焕庸线东南 ４３．８％的土地上，这进一步

加剧了耕地资源的稀缺性。 ２０２２ 年全国耕地面积

为 １９．１４ 亿亩①，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１３％左右，人
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在耕地利用

方面，２０１６ 年后粮食作物被蔬菜、油料等非粮作物

种植替代的趋势加速，耕地“非粮化”经营倾向明

显［１０］ 。 其次，受资源禀赋限制、工业化城镇化推进

以及一系列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政策实施的影响，
未来进一步开发利用的耕地资源潜力也十分有限。
２０１６ 年我国可用于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总量仅为

８０２９．１５万亩，其中仅有 ３３０７．１８ 万亩可供近期开发

利用②，占当年耕地总量的 １．６３％。 最后，受资源禀

赋限制以及土壤退化和污染问题的影响，我国耕地

整体质量不高，且提升难度较大。 在全国耕地中，基
础地力较高、基本无农业生产限制因素的一到三等

耕地占比仅为 ２７．３％，而生产障碍突出、地力相对较

差的七到十等耕地面积占 ２７．９％③。 尽管多年来我

国实施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
土地资源总量偏紧的资源基础条件与土地集约利用

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土壤功能和耕地地力的修复仍

需要较长周期［１１］ 。
２．粮食生产用水空间不断压缩

从总量来看，农业生产用水缺口较大。 我国淡

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值为 ２７６１２．７４ 亿立方米④，位
列世界第四。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用

水空间受到非农生产生活部门挤压。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全国用水总量增幅达到 ９．１１％，但同期农业用水

总量基本保持在 ３７００ 亿立方米左右，农业用水在全

社会生产生活用水中的比重由 ６８．８２％降至６３．０４％。
在农业用水比例下降的同时，全国农业生产仍在扩

张，同期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增长 ８．７２％，粮食产出增

长近 ５０％，造成农业生产水资源缺口不断扩大。
从结构来看，在农业部门内部，水资源的分配也

呈现出“非粮化”的趋势。 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
先，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肉蛋奶等动物

性食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导致畜禽养殖规模扩张下

牲畜用水增加，而灌溉用水比例不断下降，２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全国农田灌溉用水占农业用水比例由９１．６％
下降到 ８４．２１％⑤。 其次，退耕还林、还草等环境保

护政策的实施，以及林业经济发展和各类果园扩张，
导致林、园、草等灌溉用水增加，耕地灌溉用水比例

下降，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耕地灌溉面积占全部灌溉面积

比例由 ９２．７１％下降至 ９１．３８％⑥。 最后，在耕地利

用“非粮化”的趋势之下，粮食作物可能被耗水量更

高的经济作物替代，不仅挤占粮食生产灌溉水资源，
甚至可能对地区水资源安全构成威胁，导致粮食生

产水资源条件进一步恶化［１２］ 。
３．水－土资源时空错配

从空间维度看，我国的气候条件与区域经济发

展差异决定了水－土资源“地在北方，水在南方”的
基本格局。 ２０１９ 年北方耕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达

到 ６４．６１％⑦，但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 ２２．４５％⑧，
水资源紧缺问题突出。 南方则恰恰相反，水资源相

对充沛，但城镇化发展导致耕地资源不断缩减；水资

源与土地资源空间分布上的不匹配，限制了粮食生

产资源利用水平的提升。 一方面，水资源的匮乏导

致部分北方耕地利用率偏低。 例如，西北地区耕地

面积占比达到了 ２４．８３％，但仅贡献了 １４．７４％的粮

食产量。 另一方面，耕地资源的限制导致南方水资

源禀赋优势难以发挥，南方水资源占比近 ８０％，却
只贡献了 ４０％的粮食产量。

从时间维度看，我国水资源年度内分配不均衡，
与粮食作物生长周期匹配度不高。 我国属于典型的

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干冷，夏季湿热多雨。 特别是

在北方地区，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 ７—８ 月，在春季

作物需水量和地表蒸发量都逐渐增大时降雨却较

少，降水量时间上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生产

的水资源约束。 例如，我国北方冬小麦需水量高峰

主要在 ３—４ 月，到 ６ 月基本完成收获，这意味着在

春季降雨较少时需要通过大量人工灌溉补水，而北

方地区长期灌溉水超采引起的地下水位下降和地表

河水断流等生态灾害，又进一步加剧了小麦主产区

水资源约束。 此外，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降

水异常，汛期与小麦、早稻等夏粮收获期不断接近，
对夏粮的后期生长以及收获造成负面影响［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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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粮食生产布局变迁及水－土
资源利用现状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布局演变呈现出

两个特征：一是粮食生产重心向北转移，二是粮食生

产向主产区聚集。 伴随着粮食生产布局的演变，
水－土资源利用也呈现出一定特征。

１．粮食生产重心向北转移，水资源供需的空间

匹配度进一步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波动增长，从地理

区域分布来看，主要经历了由“南粮北运”向“北粮

南运”的生产格局转变。 我国粮食生产南北方布局

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年。 改革开放后，随着双层经营体制的逐步确立，长
期以来国家在农田基础设施、科技等方面长期投入

所积累的能量得以集中释放，粮食生产能力有了显

著提升。 这一阶段南北方粮食产量同步增加，南方

得益于良好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始终处

于主导地位，粮食产量占比维持在 ６０％，“南粮北

运”的生产格局基本稳定。 第二阶段：１９９０—２００３
年。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受城镇化发展和农产

品流通市场化改革影响，粮食总产量基本保持平稳。
然而，随着南方经济飞速发展，南方土地资源向非农

部门和城镇化建设倾斜，“南粮北运”生产格局开始

发生扭转。 南方粮食产量稳中有降，而北方粮食产

量占比持续增长，到 ２００３ 年与南方基本持平，为粮

食增产做出主要贡献。 第三阶段：２００４ 年至今。 随

着我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体系的完善以及农村税

费改革等惠农政策的实施，我国粮食生产能力持续

提升，实现了粮食生产连年丰收。 这一阶段，北方地

区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 ８０．７４％，北方粮食产量

占比持续增长，２０２２ 年达到了 ５９．８０％，“北粮南运”
生产格局持续深化。

随着我国粮食生产重心整体北移，粮食生产水

资源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匹配度逐渐降低。 利用经济

重心模型［１４］ ，构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全国粮食产量、
播种面积以及水资源、耕地资源的经济重心分布及

其演变轨迹（见图 １）。 整体来看，粮食产量重心与

耕地资源重心相对接近，而与水资源重心相距较远。
进一步，采用 Ｈａｖｅｒｓｉｎｅ 公式计算各重心之间的地理

距离变化［１５］ 。 从动态趋势上看，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粮

食生产经济重心与水资源经济重心的距离由 ７３９．５１
公里增加至 ８４０．１２ 公里，而同期与耕地资源经济重

心的距离则由 ２０６．７３ 公里减少至 １４５．５３ 公里。 这

表明粮食生产的水资源供给与需求空间匹配度较低

且呈现持续降低的趋势，而粮食生产的耕地资源供

需空间匹配度不断提升。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粮食产量与水－土资源重心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

公报》数据计算得到。

　 　 ２．粮食生产向主产区集中，局部地区水－土资源

开发强度激增

２００３ 年以来，在主产区政策和规模优势的影响

下，全国粮食生产持续向主产区集中。 我国粮食主

产区产量的全国占比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７１．３％增长到了

２０２２ 年的 ７８．２５％，对同期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

达到了 ８９．９４％。 其中，北方主产区的增产贡献更为

突出，粮食产量占比由 ３９．５３％增长至 ５０．１５％，贡献

了同期粮食增产产量的 ６８．０３％⑨。
粮食生产向粮食主产区的集中，一方面进一步

扩大了主产区规模效益，另一方面却导致主产区

水－土资源供给压力激增。 ２０２２ 年粮食主产区水资

源总量和耕地面积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３８．９２％和

６８．３３％，主产区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利用强度远远

超过了非主产区。 其中，北方主产区水资源形势尤

为严峻。 从全国和北方主产区各省（区）水资源开

发指数来看（见图 ２），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全国平均水资

源开发指数基本保持在 ２０％的水资源压力警戒线。
北方主产区各省（区）中，处于东北区的内蒙古、辽
宁、吉林、黑龙江四省（区）水资源供给压力虽然近

年来均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除吉林外，其余三省

（区）水资源开发指数均处于大于 ２０％但小于 ４０％
的极大水资源压力水平，表明存在水资源供给压力。
处于冀鲁豫区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则均处于极大

压力水平。 其中，河南水资源开发指数由 ３０．５５％增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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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到 ９１．４２％，表示水资源开发强度持续增加，已处

于极大的水资源压力水平。

图 ２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２２ 年北方粮食主产区水资源开发指数

　 　 数据来源：２０００ 年、２０２２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

　 　 此外，在主产区粮食增产任务的压力下，长期的

耕地高强度利用和农用化学品过量投入导致了粮食

主产区耕地退化、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剧。 以东北地

区为例，在我国各农业区中，东北地区的粮食调出率

最高，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然而，为了增

产增收，东北地区粮食种植结构单一化加之高强度

的集约化利用，长期透支土壤肥力，导致东北黑土地

地力退化。 据《东北黑土地白皮书（２０２１）》披露，近

６０ 年东北黑土层有机质含量平均下降 ３０％，部分地

区甚至达到 ５０％。

三、纳入水－土资源的粮食
生产区域比较优势分析

　 　 随着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布局的演变，粮食种植

的水－土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时空不均衡的矛盾也

在持续激化。 由此可见，在水－土资源的刚性约束

下，发挥资源禀赋和利用的比较优势，合理布局粮食

生产，提高水－土资源有效利用水平，是保障我国粮

食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为进一步从资源有效利

用的视角对粮食生产区域布局提供参考，本文围绕

粮食生产的水－土资源投入，构建粮食生产水－土资

源综合优势指数，由此表征资源禀赋基础条件和市

场配置资源共同作用下的粮食生产资源利用比较优

势。 由表 １ 数据可以看出，从我国粮食生产水－土
资源利用比较优势变化来看，主要呈现出三个方面

的特征⑩。
表 １　 全国不同区域省份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水－土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指数变化

比较优势指数
水资源

规模优势
水资源

效率优势
水资源利用
综合优势

耕地资源
规模优势

耕地资源
效率优势

耕地资源利用
综合优势

年份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２２ 年

全国平均 ０．９８９ ０．９１４ １．０８６ ０．８７８ １．００７ ０．８８２ ０．９９７ ０．９３０ １．０４４ １．０２９ １．００６ ０．９６７
北方省份 １．００９ １．０１７ ０．９５７ １．０７３ ０．９８２ １．０４５ １．０７８ １．１１９ ０．９０３ １．１１８ ０．９８７ １．１１８
南方省份 ０．９６７ ０．８５４ １．０６７ ０．７４５ １．０１６ ０．７９８ ０．９３８ ０．８６９ １．０９１ ０．８８６ １．０１１ ０．８７８

粮食主产区 １．０５１ １．１１２ １．０１５ ０．９７７ １．０３３ １．０４２ １．０１９ １．０８９ １．０３４ １．０９０ １．０２７ １．０８９
非粮食主产区 ０．９１３ ０．６８０ ０．９５３ ０．７０１ ０．９３２ ０．６９１ ０．９７７ ０．８０２ ０．９１２ ０．７９６ ０．９４４ ０．７９９

　 　 １．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整体下降

２０００—２０２２ 年，随着粮食生产区域布局的演

变，水－土资源利用比较优势呈现整体下降趋势。
其中，水资源利用综合优势指数均值由 １．００７ 减小

到０．８８２，耕地资源利用综合优势指数由 １．００６ 降至

０．９６７。 说明从整体来看，过去 ２０ 年，在生产成本和

市场相对收益的推动下，粮食生产布局的演化，与区

域水－土资源禀赋和利用的区域相对比较优势相距

甚远，加剧了粮食生产水－土资源错配的矛盾。 进

一步地，从水－土资源利用综合优势指数分解来看，
尽管各指标均有所下降，但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平均

水平从具有优势转为相对劣势，意味着相对利用效

率的整体下降。
２．南、北方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格局逆转

随着粮食生产重心的北移，南、北方资源利用比

较优势格局也出现了相应的扭转。 在资源利用效率

提升的拉动下，北方地区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利用

由较全国平均水平处于相对劣势，转为具备比较优

势，而南方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利用由具有相对比

较优势转变为相对劣势突出。 粮食生产水－土资源

利用比较优势呈现出的“北强南弱”的布局特点，与
粮食生产区域布局高度吻合。 这意味着，在粮食生

产重心整体北移的区域布局变化中，尽管水－土资

源供需匹配度下降，但得益于粮食生产技术和基础

设施的完善，以及粮食生产资源投入的加大，北方粮

食生产规模效益凸显，资源利用效率，特别是水资源

利用效率得到提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方水－土
资源不匹配造成的比较优势下降。 但同期，南方地

区粮食生产水－土资源流失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

特征突出。
３．主产区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持续凸显与分化

粮食主产区作为大粮仓，具备粮食生产的优良

自然资源条件。 随着粮食生产向主产区聚集，规模

效益的发挥和主产区政策引导下资源分配向粮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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